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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間，隨著美國調整其外交政策，試圖鞏固並提升其在亞太地區的

領導地位與影響力，連帶影響了其與東亞兩大盟國日本及南韓的同盟關係。學者車

維德（Victor Cha）在 1999年所提出的假說指出，當美國外交政策調整而影響其所

給予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時，出現關係變化的不僅有美國與日、韓之間的同盟關

係，更包括了日本與南韓之間特殊的「準同盟關係」，透過文獻分析法檢視與探討

歐巴馬與川普兩位總統任期之中美國、日本、南韓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將論證美

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是否仍舊深刻影響著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雙邊關係，同時描

繪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關係中共同威脅認知產生變化的主因。本論文藉由與車氏的

假說對話，探討其假說是否仍將適用於近十年及未來的美、日、韓三國互動關係。

本論文發現，在共同威脅認知產生變化的情況下，車氏的假說之解釋力將下降。

關鍵詞：美國東亞外交、美日同盟、美韓同盟、日韓關係、準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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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2009 to 2019, the United States had adjusted its foreign policy in order to 

solidify its leading position and increase its influence in Asian-Pacific region. Such 

adjustment brought out impacts on its major allies in East Asia - Japan and South Korea.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Victor Cha(1999), if the United States changes 

its foreign policy and affects the strength of security commitment toward its allies, not 

on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Japan/Korea will be altered, the “quasi-

alliance”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will also be influenced. Utilizing document 

analysis，the dissertation will analyze the triangula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during the term of Obama and Trump, and argue that whether the 

strength of security commitment is still a prominent factor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with description on the major cause of the shifting cognition 

on common threat of the triangular alliance and the quasi-alliance. The dissertation 

explores Cha’s theory and investigates whether it can still appl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Korea interaction in the past decade and future ; the dissertation finds out that with 

the change of cognition of common threat, the explanation power of Cha’s theory may be 

undermined. 

 

Keywords: U.S. Foreign Policy on East Asia, U.S.-Japan Alliance, U.S.-South 

Korea Alliance,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hip, Quasi-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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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覽東亞國際關係歷史，日本與朝鮮半島的恩怨糾葛以 1910年日本統治朝鮮

半島時期為起點，在經歷殖民、戰爭、南北韓戰後分治及南韓與日本相繼經歷了經

濟實力快速增長與民主化後，隨著兩國政權的移轉與雙邊經濟貿易需求，以及東亞

國際關係環境的改變，近二十年來，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展現了與過往不同的全新變

化。另一方面，隨著日韓的共同同盟國美國在 2010年後再度將亞太區域視為重要

的戰略標的（Obama，2010），除了美國與東亞同盟國家的關係外，美國在東亞兩

個重要同盟國家：日本與南韓間的關係也成為國際焦點，在維護國家安全與國家利

益的前提下，日本與南韓兩國關係的發展與波動並不僅僅受到兩國歷史關聯的影

響，美國因素與區域安全環境變動也是改變日韓關係的強大動力。 

 

然而，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在二戰結束後始終籠罩在兩國因殖民與戰時徵用婦

女及勞工所種下的仇恨陰影之下，雖然兩國之間擁有共同盟友美國，卻始終僅能保

持著擁有共同盟國的「準同盟國（Quasi-alliance）」關係（Cha，1999），難以更

進一步成為實質上的同盟國，歷史問題也在近年來持續成為兩國發展外交與經貿

關係的重大阻礙。 

 

2017 年，南韓在前總統朴槿惠因案遭彈劾下台後舉行大選，由文在寅獲得五

年執政權力，文在寅在就職後表達了願意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談話、和解的意願，

然其對歷史問題（如慰安婦、徵用工問題）的態度與立場強硬（日本產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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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1），因此使得日韓關係再度出現動盪。 

 

2018年 10 月 30日，韓國大法院（相當於最高法院）判決支持四名在二戰時

期遭日本殖民政權強行徵用的韓國勞工有權向相關的日本企業索賠，並要求日本

企業必須賠償四名原告各一億韓元的賠償金；次月（11 月）底韓國大法院再度判

決要求日本三菱重工須賠償戰時受徵用的五名韓國勞工，這兩起判決引發日本國

內輿論反彈，日本政府主張日韓間的賠償問題，包括個人與國家的賠償請求均已在

1965 年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中獲得「最終解決」，南韓方面在簽訂協定時

已同意由日方賠償五億美金（兩億美金作為贈與的賠償金，三億美金則為有償的長

期貸款）作為二戰期間日本造成韓國國家與國民損失的補償，因此這兩起判決是對

1965年協定的公然違反（The New York Time， 2018/11/29），判決確定後即成為

日韓關係破裂的導火線，在同年底又爆發了韓國海軍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因雷達鎖

定、意圖開火所導致的衝突事件（日本防衛省，2018/12/21），導致日韓關係急轉

直下，2019 年甚至轉為貿易戰爭，日本與南韓均透過限制工業原料與產品的進出

口來對兩國間的經濟貿易情況施壓，試圖使得對方讓步低頭，南韓也進一步宣稱將

終止日韓間在 2016 年所簽訂的《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雖然後來在美國的介入下，南韓同意暫緩廢

止 GSOMIA的決定，日韓兩國交惡的情況迎來較為和緩的時期，但日韓之間至今

仍未見和解曙光。 

 

日本與南韓間的雙邊關係演變除了牽動兩國與美國的同盟體系之外，也將影

響東北亞與東亞的戰略安全環境，而當朝鮮核武問題與中國崛起使得東亞安全環

境出現不穩定與改變時，日、韓兩國的關係也將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而本文將

藉由近二十年來日韓關係的變化跡象來探討日韓關係變化的背景與因素，進一步

勾勒出東亞區域內安全環境的變化。 



doi:10.6342/NTU202004285

 3 

V�cB-"6iB-Os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美國與蘇聯兩強對峙的環境中，韓戰的爆發使得南

北韓，南韓與鄰近的日本與美國成為兩組雙邊軍事同盟關係（Military Alliance），

南韓與日本也成為美國在冷戰時期於東亞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重要夥伴，其個別

的同盟關係也隨著時間推進延續到今日，學者車維德（Victor D. Cha）於 1999年

所著的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一書中將日本與韓國的關係視為「準同盟（Quasi-alliance）」，即日本與

韓國各自與美國存在美日與美韓同盟，但日韓兩國間卻不存在實質的同盟關係，其

認為日本與韓國間的互動關係是存在於美國-日本-韓國三角關係之中的特殊議題，

而美國與日本、韓國間的同盟關係則是這個特殊議題所面對的結構（Structure）。 

 

車氏認為影響美-日-韓三角關係的主因是外部威脅的存在與否以及其強弱，美

國是這個三角關係中最主要的主導者，其擔負起大多數的同盟義務並為日本與韓

國創造了一個得以將安全責任轉嫁的環境（Freedom of irresponsibility），而對威脅

的共同認知（cognition）是維持三角互動關係以及兩組雙邊同盟關係的重要環節，

從 Glenn Snyder所提出的同盟安全困境出發，車氏為美-日-韓三角關係的互動設定

了重要假說：當日本與韓國認為美國的同盟承諾強度開始削弱，日、韓兩國會共享

被美國這個同盟主導者拋棄的恐懼（fear of abandonment），因此兩國的安全關係

會傾向於合作（cooperation）大於摩擦（friction），在此情況下，日韓的安全關係

則會趨於緊密，反之，當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增加時，日韓安全關係則趨向摩擦

（合作程度下降），車氏透過二戰結束後到 1980年代所進行的分析，此假說得到

了驗證。 

 

然而，隨著朝鮮核武問題的惡化以及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以經濟實力崛起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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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東亞區域內的安全環境以及威脅標的也因此出現改變，本文的重要研究目的即

是探討在此一出現重大改變的環境之中，車氏對日本與南韓關係的重要假說—即

日韓關係的變化深受美國承諾強度的影響—是否仍能夠解釋在 2009年至今的日韓

關係波動：美國在 2009年到 2019年間歷經兩任總統，在歐巴馬（Barack Obama）

與川普（Donald John Trump）主政時期，美國對東亞盟國承諾的強度變化是否真與

日韓兩國關係的變化吻合，尤其在兩位不同總統的領導之下，美國的外交政策實際

上出現了許多變化與差異，在此變動中，日本與南韓的關係遠近也有所不同。 

 

第一，車氏在建構其理論與假說時，所研究的時間範圍是二戰後到冷戰結束初

期，在此歷史區間中，東亞區域內的威脅標的與安全環境是呈現高度穩定且單一

的，在其所研究的這段時間中，南韓、日本與美國所面對的單一且共同的敵人即是

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而國際環境所給予日本與南韓的戰略安全選項也相對貧

乏（即只能在共產與民主兩大陣營中選擇），但時至今日，不論車氏的假說在本文

的探討中能否對近年來的日韓關係提供解釋，東亞與東北亞區域中國際關係的變

化與安全戰略選擇的多元是不容忽視的背景因素改變，因此本文在探討上述日韓

關係是否與其假說相符之餘，仍期望透過描繪現今東亞安全環境的變遷，藉以提供

與原先假說不同的可能變項。 

 

而歐巴馬總統在 2009 年上台後，陸續發佈多份國家戰略與外交相關的報告，

其中多提及美國將重新檢討其在過去所推行的東亞戰略政策，並試圖將東亞區域

安全重新納入美國重要戰略目標之一，在車氏的理論中，此一強調東亞戰略佈局的

宣示可被視為美國承諾的加強。相對而言，川普總統自 2017年上任後，其外交政

策的主軸是「美國利益優先」，認為美國應要求盟國負擔更多安全責任以及駐軍費

用，對美國現有的同盟國而言，這些要求都象徵著盟國必須付出更多成本以換取美

國維護盟國與區域內安全，可被視為對盟國安全承諾的退縮，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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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美國總統的任期中明顯出現對東亞盟國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因此值得深入探

討。 

 

第二，川普在上任後因其確保美國利益的外交政策主軸，美國在外交政策的

調整上也導致與東亞國家的關係出現些許變化與矛盾：首先，美國與東亞最重要盟

友國家日本在駐日美軍軍費負擔以及重新簽訂美日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的議題上出現摩擦，川普主張日本應負擔更多駐日美軍的軍費支

出，美日間就駐軍費用所達成的協議將在 2020年重新談判，美國已經多次要求日

本在本次談判中進行讓步。雖然美國政府對日本的施壓與要求增加，日本仍願意增

加年度軍事預算用於採購美國所出售的 F-35戰鬥機等軍事設備，美方也肯定並支

持日本藉此強化安全防衛能力，軍購案的達成背後不僅代表著美日雙方對軍事安

全合作的共識堅定，也代表美國政府實際上仍願意對日本提供安全上的支持。 

 

同樣地，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也在川普總統上台後出現波動，除了與日本

相同面對美國對軍費負擔與重擬自由貿易協定外，南韓政府在朴槿惠主政時期同

意美國所提出的防衛要求：在南韓境內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薩德系統），雖然最終因中國對 THAAD部署的強

烈反彈，隨後上任的文在寅政府決定暫緩 THAAD 的永久部署，改為僅部署部分

發射車且不後續追加的方式，但美國在 THAAD 部署上的姿態仍可被視為對南韓

安全承諾的加強；而美國與北韓的關係，也隨著川普就任出現變化，川普對解決北

韓核子武器問題採取軟硬兼施，一方面措辭強硬要求北韓「停止威脅美國」，並與

南韓實施共同演習（「乙支自由衛士」美國與南韓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習，重點之一

是演練北韓斬首行動）威嚇北韓領袖金正恩，另一方面則釋出願意與金正恩進行會

談的善意，也成功在 2018 與 2019 年間舉行三次領袖會談，對長期對抗且停滯的

美朝關係而言，無疑是歷史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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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川普與金正恩三次會談的結果未能就「朝鮮半島無核化」達成共識，

使得美國與北韓的關係進展再度停滯；而南韓在文在寅主政後，在南北韓關係上顯

得更為積極且亟欲拉近兩國關係，除了促成美國與北韓的三次領袖峰會外，北韓與

南韓的領導人也多次進行會面，兩韓關係達到近十年來的高峰，但在美國與北韓的

核武問題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做為同盟國的南韓仍多次表達希望兩韓能以「統一朝

鮮半島」的目標邁進，並認為美國對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實際行動不若其所宣稱的

積極（Kim，2019），因此使得美國與南韓關係出現裂痕，對於一急需美國提供安

全保障的國家而言，南韓政府此躁進的舉動令人費解。 

 

總結上述而言，美國一方面對於同盟國的日本與南韓施加壓力，並以撤離駐

日及駐韓美軍作為威脅，欲迫使日本與南韓在軍費與其他雙邊關係議題上進行讓

步，但另一方面仍透過增加軍事採購與防衛性軍事設施部署來加強對亞洲同盟國

家的安全保障承諾；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美國與南韓則出現了行為不一致的情況，

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這些矛盾與不一致的外交政策作為，並尋求解釋的可能性。 

 

第三，川普總統在 2017年上任後，除了將美國的國家利益視為外交與同盟關

係中首要維護的目標外，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其外交政策對中國所展現出的明顯敵

意，在 2017年底於川普總統任期內首度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中，將中國與俄羅斯並列為亟欲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且挑戰美

國的強權國家，隨著中國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的勢力擴大，川普政府勢必需要透過

加強與亞洲盟友國家的關係以獲得反制中國崛起的效果。但「與盟友關係的加強」

與「維護美國國家利益」此兩項政策目標在軍事合作上所出現的矛盾如軍費負擔問

題引起盟國不滿、美國要求盟國負擔部分防衛責任引發盟國不安等問題也浮上檯

面，在「拉攏東亞區域內同盟國並合作對抗中國」與「美國單邊利益優先」兩項外

交政策目標中的衝突與平衡已經成為川普亞太外交政策中不容忽視的特點，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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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堵中國擴張的第一線東亞與東北亞，美國是否會因此選擇再度提供盟友國家

更強力的安全承諾，將圍堵中國視為最重要外交政策目標，以避免中國的勢力持續

增加也將是本文欲探討的重要目標。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問題將聚焦在歐巴馬與川普主政時期中美國與日本、

南韓間的同盟互動關係，以車氏所提出的假說為基礎，開展出的幾個研究問題分別

是： 

（一）在歐巴馬與川普主政時期，Cha的理論假說是否仍能夠描述日韓關係在 2009

年後經歷美國外交政策調整與同盟安全承諾強度變化下所產生的變化，並與其假

說的結論相符合？ 

 

（二）而符合或者不符合間，其三國互動關係所面對的背景因素是否產生變化？ 

 

（三）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川普主政時期出現重大變化，在中國成為美國最大戰略

對手之後，積極的拉攏東亞盟友國家共同對抗中國的政策目標其重要性是否將凌

駕川普總統所追求的提升美國單邊利益目標？ 

� �

本文將著重於回答問題（一）與問題（二），將透過第二到第四章的主要篇幅

進行研究與討論，而在研究過程中，透過對川普政府外交政策與三國關係的探討，

將在第四章內容中回答問題（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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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理論途徑將採用前文所提及學者車氏在“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書中所提出的假說一：

日本與南韓的關係會隨著共同同盟國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而出現波動，其在

書中的結論是當美國對同盟國家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時，日本與南韓對被美國拋

棄的恐懼將會下降、對區域中安全的信任感將上升，則日本與南韓即失去了合作的

原因，因此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將會隨之趨向摩擦；反之在美國出現同盟承諾動

搖之際，日本與南韓將在國家安全議題上感到恐懼，則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將會趨向

合作以對抗區域中的威脅，以填補美國在區域安全環境中退卻後所留下的空缺。因

美國、日本與南韓的同盟關係主要重心是軍事合作，因此本文的研究重心將著重於

日本與南韓在外交與軍事安全議題上的互動關係，並與車氏的理論進行對照與驗

證。 

 

而車氏在假說中提到，日本與南韓之間所存在的是一擁有共同同盟國，但並未

真正形成三國同盟體系的「準同盟（Quasi-alliance）」關係，受限於歷史問題以及

國內其他政治因素，日本與南韓之間並未真正透過締結條約等�方式成為同盟，並且

受限於日本和平憲法的約束，在日本放棄宣戰、交戰權力等武力動用權的情況下，

除了美國以外，日本在遵守憲法的前提上，難以與其他國家締結相關的軍事攻守同

盟關係，但日本仍有能力與其他國家發展近似於同盟關係的戰略夥伴合作關係，如

日本與印度所發展的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並且藉此關係的連結在印度洋進行聯

合軍演的緊密軍事合作（林賢參，2018：51-52），因此本文在此處透過車氏假說

所提出的準同盟，將檢視日本與南韓之間各項軍事合作項目發展，進行對日韓準同

盟關係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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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進行質性研究，並輔以描述性

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方法敘述評估日本與南韓外交與安全合作關係變動的

幾項指標，藉以勾勒出 2009 年美國歐巴馬總統第一個任期開始至 2019 年川普總

統任期過半的這段時間當中，日韓關係的變化與美國對同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

化、美國亞太外交政策的變化、國際環境變動、同盟國之間共同的威脅認知改變等

因素之間的關係，並與學者車氏所提出的理論假說進行互動與對話，除了檢視車氏

的假說與結論是否仍能解釋近十年來的美國、日本與南韓間的互動關係，並且解釋

日本與南韓關係的遠近是否仍深受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影響之外，也期待透過對

東北亞區域內國際環境變動的描述與分析，補充車氏理論中因為探討的歷史區間

多是較為單純國際環境所可能產生的缺失。 

�

V�cB-w`iB-@g�

 

本文的研究架構如圖一與圖二所示。圖一中將自變項 1設定為構成美、日、韓

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體系的主要成因：對外共同威脅認知，其在車氏的書中被認為是

一基本前提，之所以是前提而非變項，是因為在車氏所研究的時空中，此共同威脅

認知並未出現變化，但在本文第四及第五章中，此一共同威脅認知出現變化，因此

本文將其設定為其中一個自變項進行討論。自變項 2 設定為美國對盟友國家的安

全承諾強度，其變化所影響的依變項則為日本與南韓之間的安全互動關係，在車氏

原有的假說中，其背景是冷戰時期，因此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基本取決於美國

的外交政策方針與目標，日本與南韓主要是被動的接受美國所給予的軍事安排，然

而時至今日，日本與南韓在外交政策層面上的能動性有所提升，因此在本文中探討

美國安全承諾強度變化時，多數時間將以美國與日本、南韓的軍事安全雙邊合作關

係進行討論，而不再僅僅局限於美國對東亞區域外交政策的改變，也將把美國與日

本、南韓所進行的軍事合作事項，視為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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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日韓之間安全關係變化時，本文所使用的指標有二：第一個是與車氏書

中一致，使用雙方領導人、外交高層官員會談與相互訪問的次數，藉此探知雙方在

外交關係的互動情況；另一個指標則是日本與南韓兩國進行安全合作對話的次數，

由於車氏在書中使用的安全合作指標如駐外武官的派駐已成為當代國際外交的常

態，因此本文將採用自 1999年起第一次舉辦的日韓安保對話作為指標，日韓安保

對話並無固定的舉辦時間，端視日韓關係、東北亞區域安全環境變化情況決定是否

舉辦，因此本文認為可作為探知日韓安全合作情況的指標。 

 

圖 1-1、美國安全承諾與日韓關係（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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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則顯示了本文所探討的三國同盟、準同盟關係的結構圖，由於日本與南韓

之間長期存在因殖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起的歷史仇恨問題，車氏在其書中將此

一歷史仇恨是為較為固定的背景條件之一，並認為其對雙方關係的影響有限，但本

研究發現日韓雙邊關係中所存在的歷史仇恨，重要性在近十年來有所提升，並且會

隨著南韓領導人對歷史問題的重視程度有所變化，因此本研究將之列為自變項 3，

在後續章節中一併進行討論。 

 

�

圖 1-2、美、日、韓同盟關係圖（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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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冷戰結束前的美國、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是車氏於 1999年所出版的，書中針對美國、日本、南韓的安全互動的三

角關係提出假說與檢證，透過對歷史的分析建立理論背景，其認為在這組三角互動

關係中，存在兩組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即其所提出的假說）：假說一認為美國對

日本及南韓兩個同盟國家的安全承諾強度增強時，日本與南韓會因此感受到美日

與美韓關係的穩 定與強韌，因此降低了在國家安全上被同盟國家拋棄

（abandonment）的恐懼感，使得日本與南韓兩個國家並不會為了對抗（或平衡）

威脅而拉近關係，在此假說中，美國的承諾強度即是自變項，而日韓安全關係的變

化則是依變項；假說二所針對的則是日本與韓國的準同盟關係：當面對威脅或安全

問題（如北韓核武問題），日本感受到被拖累的恐懼（fear of entrapment），而南

韓感受到被拋棄的恐懼（fear of abandonment）時，則兩國的行為會傾向於摩擦

（friction）而非合作（cooperation），而兩個假說在書中所提及的幾個歷史分期中

得到了驗證。 

 

一、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總統主政前期（1969-1971年） 

 

尼克森總統認為美蘇冷戰的白熱化已經使得核子武器大戰的可能性增加，因

此期待透過推動軍備控制與一系列緩和政策來降低美蘇之間的對抗程度，並在東

亞政策上降低駐外美軍的數量，並且調整與日本等同盟國的同盟關係以求更大程

度的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避免美國再度於亞洲陷入越戰等區域戰爭的泥淖

之中，並且與中共開始改善關係，然而這樣的東亞政策造成了日本與南韓兩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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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國的緊張，其對被美國拋棄的恐懼急遽增加，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當時

日本與南韓間仍有眾多摩擦與分歧，卻在感受到同盟關係可能生變的恐懼中，兩國

決定暫時放下成見進行部分合作，使得日韓關係在此時期相對和緩且靠近。 

 

二、尼克森總統主政後期（1972-1974年） 

 

尼克森總統在 1972年訪問中國後，蘇聯與美國間的對抗態勢也出現緩和態

勢，而美國也向盟友日本表示不會放棄或減損對其所承諾的安全與穩定，同一時

間日本與北韓的關係也出現改善可能以期避免日朝關係的惡化造成東亞安全環境

再掀波瀾，使得南韓政府在北韓問題上，再度陷入可能被拋棄的恐懼之中，並認

為有可能被美國與日本所排擠、孤立，在這樣的恐慌心態下，日韓關係進入相對

低點。 

 

三、卡特（James Earl Jimmy Carter, Jr.）總統主政時期（1975-1979年） 

 

1975年 4 月 30日，最後一批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離開越南，標誌著美國在

越戰的失敗，卡特總統在極端的反戰浪潮中上任美國總統，感受到美國人民對於

美國過度介入亞洲事務導致犧牲眾多軍人生命的厭惡，並因此認為美國應撤除多

數駐在南韓與日本等盟國的美軍、從亞洲的國際衝突泥淖中脫身，使得日本與南

韓對於被美國此一最重要同盟國家放棄的恐懼加深，並迫使兩國必須合作說服卡

特政府：駐日及駐韓美軍部隊對東亞安全環境與同盟國關係有重大意義，美國應

持續維持駐東亞的美軍數量以確保同盟關係穩定，在此時期，雖然南韓政權未能

如美國與日本所期望的民主化，然而在國家利益的驅使下，日本與南韓進行更為

緊密的合作以期確保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能持續並穩定發展，而非將歧異置於雙方

關係之間導致關係破裂，因此這個時期的日韓關係表現與車氏的假說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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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總統主政時期（1981-1988年） 

 

雷根總統在 1981年接替卡特總統的位置，與卡特總統有著相當不同的外交理

念，雷根總統在對抗蘇聯及其共產盟友的立場上更為堅定，認為美國應該加強與盟

友國家的合作關係以確保共產勢力無法繼續擴張或壯大，因此對日本與南韓兩個

重要的亞洲盟國提供武器與軍事合作，希望加強盟友國家的防衛能力，並保障區域

的安全穩定。而在此時期中，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已改善不少，自卡特總統任內

所延續下來的日韓合作關係也獲得延續，但從結果而言，日韓關係的樣貌在此時是

兼具合作與衝突樣貌的：在外交關係上，日本與南韓在 1983 與 1984 年進行了雙

方歷史上首次的元首互相訪問，象徵著日韓關係開啟了新的發展階段，同時在此之

後也維持著國防安全（如駐外武官的持續派任）等共同合作項目。 

 

另一方面，日韓間的衝突也在此時期先後出現且造成國內政治的反彈聲浪，如

1973 年南韓政府在日本領土內公然對流亡東京的金大中進行綁架，使得日本政府

與民間認為南韓侵犯主權，而南韓卻不以為然，造成日本輿論不滿。而日韓間因二

戰賠償與銀行界投資而存在的貸款關係，因償還問題而出現爭執，雖然最終日韓兩

國仍達成了協議，卻已傷害了日韓關係，也影響了兩國國內民意對雙方國家的看

法。1982 年日本修改教科書並試圖淡化日軍在二戰前後對東亞其他國家的侵略行

為，造成南韓輿論與政府對此次教科書修改的大力反彈，也顯示了日韓關係雖然在

外交上有所進展，但在許多經濟與核心價值問題上仍存在著緊張關係，而這些緊張

關係並未因兩國外交關係好轉而隨之解決，反而成為兩國關係發展上難以避免的

障礙與侷限，因此車氏在結論中提到，此時的日韓關係看似違反了其原初對日韓關

係變化的假說，但實際上在結果面上仍呈現與其假說一致的情況。 

 

時至今日，車氏書中所描繪的冷戰格局已不復存在，在中國崛起成為強權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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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加入後，東亞國際關係結構的變遷使得戰略安全環境已與車氏書中所描述的不

同，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在策略上也出現了變化，這些因素的改變對美國、日本、南

韓間同盟關係與日韓關係的影響，即是本文期待補充說明並論證的重要關鍵。 

 

值得一提的是，車氏在書中認為日本與南韓間的歷史仇恨是始終存在的，但

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上，日本與南韓會為了保全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選擇跨越歷

史仇恨的鴻溝相互合作，但實際情況而言，日本與南韓的歷史仇恨至今難以消

解，且更可能因為領導人對歷史仇恨的在乎而出現重要性增加的情況，如南韓現

任總統文在寅即認為日韓間的歷史問題必須尋求更積極性的解決，因此本文也將

就此進行討論。 

 

貳、歐巴馬與川普主政時期的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 

 

一、美國的東亞外交政策 

 

2009年歐巴馬接替小布希總統上台後，宣示將重新檢討美國的外交政策方針，

其中對東亞的外交政策調整引發注目，象徵美國在小布希時期將亞洲外交政策重

心置於中東地區的主軸將有所改變，2010 年所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中強調為了因應新興大國如中國、印度等對亞太

地區安全戰略環境的影響，美國基於國家利益與安全的維護，應加強對亞太區域的

重視並提出因應策略，避免喪失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這份被外界稱為「美國重返

亞太宣言」的重要報告中更認為美國必須加強與亞太地區的合作與經貿交流，避免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安全合作與經貿整合之中被邊緣化或忽視。而廖顯謨與張

凱銘（2013）基於歐巴馬總統任內對於亞太政策的佈局，認為其中一重要面向是強

化亞太地區的安全部署，此政策面向所包含的重要意涵包含了強化美國在亞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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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盟友關係與軍事戰略合作，具體實踐上則是包括了與日本、南韓等重要盟友國

家的聯合軍事演習、駐外美軍的調度以期達到強化對盟邦安全承諾的效果等。 

 

唐欣偉（2015）則認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所採行的一貫外交政策原則是「離

岸平衡」，又因其與中國經濟貿易的交流十分頻繁且規模龐大，在這樣的狀態下，

美國對中國的防衛政策必須依靠日本、南韓等盟友國家的幫助，因此美國在歐巴馬

總統主政時期會透過加強與盟友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來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

益，並維持優勢軍力以嚇阻北京對外的可能軍事擴張。 

 

另一方面，William T. Tow（2015）在其文章中提到，隨著中國的軍力與國力

崛起，東亞盟國對美國的重要性勢必增加，而在加強美國與盟友國家的關係之外，

讓日本與南韓兩個重要盟國之間的關係改善也是歐巴馬政府在 2011年後亟欲促成

的政策目標之一，然而，雖然在北韓這個共同威脅的議題上，日韓願意合作，但在

其他有關歷史仇恨的問題上，日韓仍僵持不下，成為歐巴馬亞太政策中的一大難

題。Hans Binnendijk（2016）則提到，雖然在面對北韓威脅時，日本與南韓都願意

隨著美國的戰略政策調整彼此之間以及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但在日本與南韓內部

所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仍可能影響兩國政府在處理雙邊關係時的態度。 

 

而川普總統在 2017年上任後，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軸再度經歷了一連串的改變

與重整，Michael Anton（2019）認為，川普在競選時期所高舉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在其上任後仍然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軸，川普認為要求盟友國家負擔更多的

安全防衛義務與駐軍費用有助於盟友國家負起盟國的責任，避免在美國所建構的

安全秩序之中出現單純依靠美國提供保護的搭便車（free-rider）國家，但這樣的要

求也的確造成了盟友國家的不安。Joshua Shifrinson（2019）也撰文指出，隨著川普

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調整，美國與東亞盟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難以在短時間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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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這樣的緊張關係可能促使盟國懷疑美國對其所給予的安全承諾是否可信，並

使得盟國因此期待提高自我保衛能力，而衝撞或脫離美國掌控的同盟結構。 

 

然而，張中勇（2016）認為在東亞區域內，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雖依舊維持著

美國利益優先的態度，但也不斷強調與東亞盟友國家合作的重要。李大中（2019）

認為隨著美國的亞太政策在川普任內調整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與中美競爭態勢的明朗，川普政府勢必會加強與日本、南韓等國家的同盟關係，並

期望以美國、日本、南韓的三角同盟關係作為對抗中國的重要著力點。 

 

整體而言，學者多認同歐巴馬時期的美國東亞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加

強與東亞盟國的合作關係，在本文的理論脈絡之中可被視為美國對盟友國家的安

全承諾強度提高。而川普總統上任後，其對東亞盟國的要求與施壓提高，導致美國

與盟友國家的關係出現變化與不確定性，並指出美國與東亞盟國的合作關係仍至

關重要，美國在外交政策的調整上勢必要顧及盟國間的關係與信任；然而，在美

國、日本、南韓的三角互動關係中，上述學者除了點出日韓關係中仍舊存在的隱憂

與障礙之外，多半未能將歐巴馬時期的與川普時期之中，美國外交政策變化與日韓

互動關係的相互影響做出完整且具有因果邏輯的連結與描述，即本文期望整合描

述的重要目標。 

 

二、美日關係 

 

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正式確立始於 1960 年所簽訂的美日合作與安全保障

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其揭示了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同盟關係以及駐日美軍的法律條文基礎，美日關係變

基於此同盟關係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復甦以及東亞國際局勢改變，美國與日本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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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也隨之出現變化。從美國的角度出發，美國前任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L. Armitage）與知名國際關係學者奈伊（Joseph S. Nye）在 2012年於美國智庫戰略

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所提出的美

日同盟關係報告中提到，美國與日本的關係除了受到美國外交政策方針的影響之

外，日本本身對於實踐同盟國責任與國家利益維護的意願也至關重要，而美日關係

的深化對美國與日本的國家利益是十分有利的，隨著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合作加強

以及日本對國家責任的擔負意願提高，美日關係將朝向更具有互信基礎以及對周

邊區域安全環境更為有利的方向前進。 

 

Evelyn Koh（2011）在國際事務期刊（International Affairs）中撰文指出，日

本在美國於冷戰後所建構的東亞國際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面對中國這個區

域中崛起的大國時，日本的存在也有助於抵抗中國在區域內持續擴大的影響力，避

免美國主導的區域安全秩序出現質變，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力增長與對區域秩序

的著力也可能使得美日關係出現變化，美國必須持續加強與日本的關係，避免為了

促進中國融入世界秩序而疏遠日本，導致區域內缺乏可以平衡中國勢力的重要大

國。 

 

美國國會研究處（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 2019年所更新的美

日同盟報告中也提到 2015 年所更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the Guidelines for U.S.-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有助於日本在東亞區域中承擔更多盟國責任，擴大了美

日安全合作所涉及的範圍，對美日關係而言有著正面且深刻的影響。 

 

另一方面，作為美國在東亞區域中重要的同盟夥伴，在冷戰結束後，日本的

合作意願與態度亦是美日關係波動的重要原因，古詩涵（2017）認為 2009 年贏得

大選的日本民主黨急欲改變長久以來對美國單方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期望透過開



doi:10.6342/NTU202004285

 19 

展更多元的外交關係來取代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尤其是與東亞其他鄰國的關係改

善，更被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視為重要目標，同時也希望日本與美國的同盟關係

能夠更加對等，而非由美國單方面決定同盟合作的事物，然而這樣的外交政策目標

使得美國懷疑日本對同盟關係的忠誠，造成美日關係的緊張與僵化，而在 2011年

由自民黨成功奪回政權後，再度擔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再度將日本的外交政策

主軸調整為以美日同盟關係為中心，在同盟穩固的基礎上開展外交關係，並與歐巴

馬政府所提出的亞洲再平衡（rebalance）政策相互呼應，美日關係重回熱絡。 

 

蔡增家（2017）也認為，安倍政權在面對中國勢力日益擴張之際，其對美日

同盟的依賴將會加深，而日本將與美國合作並致力於維護由美國所主導的東亞安

全秩序，美日同盟也從冷戰後的一度漂流轉為更加穩固且相互信賴的同盟關係。然

而，川普政府的上台也使得安倍晉三的外交政策面臨全新考驗，何思慎（2018）認

為，川普所標舉的「美國優先」及對盟國的錙銖必較已經使得日本政府對美日同盟

關係的信任產生動搖，日本必須在美國安全承諾不穩的情況下保全國家利益與國

防安全，因此將採取其他手段如增加日本自衛隊的攻守力量或與其他大國友好，以

避開美國安全承諾強度降低對國防安全所造成的風險。 

 

在既有文獻中提到，美日關係已經隨著時間推進，由美國能夠單方面透過其

外交政策主導轉為美國與日本均是同盟中有能力影響彼此關係的行為者，但學者

們多聚焦於美國與日本同盟關係中的政治角力以及利益衡量，同時也多以較為單

方的國家角度出發（如從美國或從日本的角度）去探究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卻

未能就美國與日本間的雙邊外交關係出發，進一步描繪日本在美國政策的影響下

做出外交選擇時所代表的意圖與考量， 也並未具體解釋同盟關係中美國安全承諾

強度的變化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影響，因此本文期待透過探討美國外交政策改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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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日本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以及日本自身的戰略安全選擇進行綜合討論，藉以補

足文獻未竟之處。 

 

三、美韓關係 

 

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建立於 1953年，韓戰結束後，美國與南韓簽訂《韓美

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相較於美日關係，美韓關係的波動始終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除了美國

本身對同盟國所採行的外交政策以外，還有南北韓雙邊關係交惡所導致的問題，北

韓（朝鮮人民共和國）在冷戰結束後成為東亞區域內既有安全環境的主要威脅，而

在北韓持續發展核子武器後，南韓主政者更必須謹慎處理外交關係避免引發半島

緊張局勢升級或戰爭。 

 

學者劉德海（2010）認為，歐巴馬政府在第一任任期內，面臨東亞重要盟國

日本的疏離（民主黨主政的日本政府），其外交政策相較以往更為依賴美國與南韓

之間的同盟關係，然而中國的崛起以及南韓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使得南韓與美國的

同盟關係出現了些許變數，2010 年所發生的天安艦於兩韓爭議海域沈沒事件揭示

了東北亞國際局勢已經與冷戰時期相比變得更為複雜，而在美國與中國都積極期

待展現在東亞的實力之際，南韓欲透過加強美韓同盟來因應北韓對其國家安全所

造成的威脅，卻又期待透過與中國的關係友好來影響北韓並保持中韓間的經濟利

益，使得南韓成為在中國與美國兩強間的夾心餅乾。 

 

Victor D. Cha與 Katrin Katz（2011）則撰文指出，美韓關係在歐巴馬總統任

內達到歷史高峰並非偶然，而是在南韓政府積極展現鞏固美韓同盟關係的情況下，

又因天安艦事件的加溫所出現的必然結果，而美國在軍事以及安全承諾上所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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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烈支持使得南韓對美韓同盟的信任提升後，美韓關係仍需要面對來自中國與

北韓核武因素的影響，且南韓內部民意對大幅度倒向美國並在經貿議題上讓步的

南韓外交政策有所疑慮，使得美韓關係仍存在許多未知。 

 

朴槿惠在 2013年接替李明博上任韓國總統，上任之初朴槿惠即訪問美國，宣

示其鞏固美韓同盟關係的決心，黃奕婷與張登及（2017）提到，朴槿惠雖然認同李

明博任內持續強化美韓同盟關係的外交政策，但朴槿惠除了維護與美國的同盟關

係外，也亟欲改善與中國、日本等東亞鄰國的關係，隨著北韓情勢升高與中國在北

韓核武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朴槿惠才再度將加強美韓同盟關係視為南韓最重要的

外交政策目標，而朴槿惠總統任內接受美國要求決定部署的薩德（THAAD）系統

更是美韓同盟關係進一步鞏固的重要里程碑。 

 

隨著美國與南韓均在 2017年迎來新的國家領導者，川普總統與文在寅總統的

外交方針變化也使得歐巴馬執政時期達到高點的美韓同盟關係出現變化，Abraham 

M. Denmark（2019）與 Heung-Kyu-Kim（2017）均撰文指出，雖然美國與南韓需要

在北韓議題上緊密合作，但南韓與中國的關係仍可能成為美韓同盟關係中的巨大

變數。而除了中國因素的影響，Scott A. Snyder（2019）認為，川普總統在軍費分

擔與自由貿易協定上的強硬態度，已經造成南韓對美國安全承諾產生不信任感，並

可能促成南韓與中國關係的近一步靠近、合作。S. Nathan Park（2019）也在《外交

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指出，川普對東亞盟國錙銖必較的外交政策，可能使

得美韓關係鬆動，雖然南韓願意在自由貿易協定等議題上對美國有所讓步，但長期

而言，美國對盟國的施壓可能動搖原本穩固的同盟關係，美韓關係中的緊張態勢也

可能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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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在學者眼中多不僅只受到美國外交政策方

針的影響，南韓在同盟關係中所面對的掙扎同樣對兩國的同盟關係有所影響，而與

共同威脅北韓的鄰近也使得南韓對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更為敏感，這

樣的敏感特性使得南韓在外交政策的運作上，出現與其他美國在亞洲的盟國更加

不同的模式，如南韓對於威脅來源的認知往往會影響其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看法，

而本文對於這部分既有文獻的補充在於，在美韓關係研究中，學者多聚焦在美韓同

盟在面對北韓威脅時的反應與政策做法，以及美韓關係在不同執政者領導期間所

產生的變化，未能具體將美國安全承諾的強度與南韓外交政策變化進行連結，本文

將在第二至第四章中針對此一部分，進行較為細緻的連結。 

 

參、日本與南韓關係 

 

日本與南韓擁有同一個同盟國家美國，又因其地理位置的接近、日本在朝鮮半

島的殖民史、領土爭議等因素，使得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始終受到眾多因素的影

響而呈現波動頻仍的情況，在美國宣示重返亞太的政策目標後，日本與南韓兩個重

要東亞盟國之間的關係也成為美國亞太政策的注目焦點。 

 

2012 年在南韓總統李明博登上日韓爭議領土獨島（竹島）後，日韓關係再度

因為領土問題而急凍，J. Berkshire Miller（2014）撰文指出，雖然歐巴馬政府亟欲

拉近日本與南韓的關係，並促使兩國得以和解，但日韓兩國在歷史問題認知與領土

爭議的爭執似乎在美國介入下也難以解決，而美國對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支持也使

得南韓質疑美國立場的偏頗，美國的介入調停可能只能換取日韓關係表面的和緩，

對實質情況的改善幫助有限。 

 

神戶大學教授木村幹（2013）在文章中提到，日本與南韓在 2012與 2013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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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歷政權換新，但兩國的新領導者卻並未如外界期待的對凍結的日韓關係提出

對應的修復政策或行動，木村認為日韓關係之所以難以在安倍晉三與朴槿惠的領

導下出現回溫跡象的原因除了舊有領土爭議再度成為焦點，使得兩國人民在情感

上難以和解外，更深受國際環境轉變的影響：在中國崛起後，南韓與日本對中國的

認知出現歧異。美國對日本的安全承諾保證明顯比對南韓的穩固，縱使日本民主黨

政權與美國出現爭執，但安倍晉三所領導的自民黨上台後，美日關係修復良好，使

得南韓在同盟關係中的地位下降，南韓對美國和日本所提供的同盟承諾出現不信

任；而日本在安倍上台後所進行的軍事相關改革也使得南韓對日本的提防再度上

升，種種因素使得日本與南韓的關係雖然並未在登島事件後再出現大幅度下降，卻

也難以提升，木村認為日韓關係的難解深受國際環境與兩國國內政策、外交政策的

影響，當兩國在國內認同與外交政策方針都出現分歧時，日韓關係便會變得難以修

復。 

 

而 Kevin J. Cooney與 Alex Scarbrough（2008）的文章指出，基於現實主義中

國家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追求，日本與南韓共同身處在變動極大的東北亞區域中，並

且面對北韓這個共同威脅，將自然地形成同盟並在各種議題上通力合作，以求保障

國家安全與促進國家在區域內的利益最大化。 

 

然而，事實上的日本與南韓關係並未如現實主義學者們所預測的，文中認為主

因是在日本與南韓關係中存在難以跨越的障礙：日本曾經侵略東亞鄰國（包括朝鮮

半島）所遺留的恐懼以及日本殖民朝鮮半島所遺留的歷史仇恨，這些恐懼與仇恨使

得南韓民眾與政府始終對日本抱持著一定的敵意與戒心，縱使美國這個共同盟國

期望日韓合作關係能更為緊密，日韓關係仍難以更進一步。與此同時，文章中也提

到，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實際上深受兩國領導人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國際環境與國家

利益需求沒有顯著變動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兩國的外交政策常因領導人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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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現極大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雖然這並不符合現實主義中對國家理性的假設，

但這樣「不理性」的現象也正代表日韓之間的意識形態歧異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會勝

過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追求，成為影響兩國外交政策的重要關鍵。 

 

Alexandra Sakaki及 Junya Nishino（2018）便指出，2012年後與南韓的關係已

經成為日本領導者難以處理的困境，日韓關係間所存在的矛盾難以消解，而這樣的

困境已經使得日韓關係兩國在戰略安全上的合作難以推進，縱使南韓先後在 2013

年與 2017年經歷政權轉移，兩位南韓領導者的外交政策上也有所差異，然其對日

本的敵意以及不信任卻高度一致，使得日韓關係無法改善，雖然南韓顯然對於國家

安全保障的需求高過於日本，在南北韓出現衝突時也極有可能必須依賴美國與日

本的軍事援助，但南韓政府與社會對日本跟隨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仍抱持懷疑

態度，在此情況下，日本或許僅能依靠美國這一同盟國的力量來降低日韓之間的衝

突與緊張，並且避免南韓在此情況下倒向中國，而使得日本與美國所建立的東亞秩

序受到衝擊。 

 

在此部份中，既有文獻裡學者們對日韓關係的著墨勾勒出了日本與南韓之間

難解的歷史仇恨背景、複雜的國際環境與秩序變動以及意識形態差距，日韓關係在

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始終浮浮沈沈，地理位置上的鄰近以及區域安全維護上合作的

必要性都未能夠實質拉近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然而雖然不同學者對日韓關係

的變動提出了不同解釋，並有部分學者認為意識形態所代表的歷史仇恨問題之重

要性是隨領導人（或是執政黨意識形態）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仍未能夠系統性的統

整並建立出影響日韓關係變化的各項因素以及其因果關係，而本文欲透過美國對

盟國安全承諾的強度變化探討其對日韓關係波動的影響也未能在上述學者的研究

中得到驗證或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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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雖是針對車氏所著“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一書進行討論，然本文將聚焦於其對美國、日

本與南韓三國同盟互動關係中的假說一，即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將影響日本與南

韓的互動關係，而書中所提出的假說二，在本文之中將不會特別進行討論與研究，

因此受限於此選擇，本文將未能描述日本與南韓間對於被拖累（Entrapment）與被

拋棄（Abandonment）的恐懼與被這些恐懼所影響的日韓互動關係做出細緻且系統

性的描述。另一方面，由於本文所指涉的日韓關係僅限縮於安全與外交互動、合作

關係，然國際間的互動關係不僅止於安全或軍事互動，經濟與貿易層面的國際雙邊

關係在本文將不被討論。 

 

V�cZc)R�

�

本文的章節安排將以美國歐巴馬總統與川普總統主政時期作為時間分界節點，

除了第一章緒論以外，以任期所經歷的時間作為章節安排依據，分為歐巴馬第一任

期 2009-2013年、歐巴馬第二任期 2013年-2017年、川普任期 2017-2019年以及最

末章的結論，在各章節中，除了討論美國外交政策所導致的對盟國安全承諾強度變

化、日韓關係變化外，也將討論美國、南韓與日本對區域中所存在的威脅是否仍存

在共同認知，以及其他國際環境的變動因素。 

 

第二章將以歐巴馬第一任期為依據，對這期間日本與南韓關係與美國安全承

諾強度的變化之間做出描述與探討，歐巴馬總統在上任之初雖然宣示了其將調整

美國在布希總統時期相對退卻的亞太政策（張凱銘，2011），其對亞太外交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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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對日本與南韓兩個東北亞盟國關係也帶來了影響，而在此時間區段中，北韓

對南韓的外交政策轉趨強硬，而中國在東北亞局勢中的影響力也日漸提昇，在這些

變動之中，無論是美國與同盟國家的關係或是日本與南韓雙邊關係勢必出現變化。 

 

第三章則以歐巴馬第二任期為核心，2013 年後隨著南韓與日本先後經歷執政

者更替，無論是美國與日本或是美國與南韓間的同盟關係，都隨著新任國家領導者

的外交政策調整出現變化，而歐巴馬總統在第二任期內所推動的亞太政策仍維持

著第一任期中所提出的「Rebalancing（再平衡）」、「Pivot to Asia Strategy（重返

亞太策略）」，並積極推動日本與南韓的和解並進一步加強在軍事安全上的合作關

係（William T. Tow，2015），但隨著中國在區域內的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韓的僵

局也難以突破，實際上歐巴馬總統在第二任期內的亞太外交政策面臨許多困難與

限制。 

 

下一個章節則聚焦在川普總統於 2017年上任後所帶來的眾多改變，川普總統

自競選時期及標舉孤立主義大旗，並認為美國在外交政策上首要考慮的應是美國

的國家利益，在各項外交與國際議題上，盡力保守美國利益是其外交政策的優先目

標（王信力，2019），而南韓也在 2017年迎來在意識形態議題上更為強硬的新任

總統文在寅，除了南北韓和解與朝鮮半島無核化談判外，在川普主政時期，日韓關

係也出現巨大起伏，2018 年底因種種事件惡化的日韓雙邊關係，可能進一步損及

美國、南韓與日本間的同盟互動，而急劇升高的美中對抗態勢，也為區域的安全穩

定增添波瀾。 

 

第五章將討論維持美、日、韓同盟與準同盟關係的主因：「對外的共同威脅認

知」是否出現變化，美、日、韓三國是否仍對於主要的外在威脅北韓存在共同認知，

以及當美國與中國的對立情勢升高，日本與南韓對於中國的認知是否也出現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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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同時也將討論日本與南韓雙邊互動中，日韓之間的彼此認知為何，以及造成此

認知的主要原因，藉此補充說明在現今時空環境中，敵我認知因素的變化。 

 

最後，末章則總結上述章節的研究成果，並對研究目的中所提到的幾個問題做

出回應，並檢驗車氏的理論是否仍對二十一世紀以後的日韓關係具有解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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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總統在美國身陷中東戰事的情況下接任美國總統，在美國經歷金融海

嘯與戰爭拖累的情況下，歐巴馬政府調整了前朝以中東地區為重的外交政策，使得

亞太地區的重要性獲得提升，美國外交政策此一大幅度的調整，牽動了東北亞與太

平洋地區的國際環境，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也隨之出現變化。本章之中將

對歐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變化，以及其對美日、美韓和日韓關係的影響。 

 

圖 2-1 歐巴馬第一任期的美、日、韓關係簡圖（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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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 月，歐巴馬（Barack Obama）自小布希（George Bush）手中接下美

國總統一職，而布希總統所留下的外交政策困境也一併交付給歐巴馬，2001 年九

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重心即轉向中東反恐戰爭，對亞太地區的關注下

降，雖然布希政府仍強調加強與亞洲盟國的合作關係是美國重要的國家利益，但仍

引發亞洲盟國的疑慮，歐巴馬上任後即表明將重新調整美國的外交政策以期維護

美國國家利益與保持與盟邦的友好穩定關係，然而其上任之初仍著重於處理中東

戰爭問題及對抗恐怖主義擴張，直到 2010年，美國的東亞外交政策才出現實質上

的轉變與發展。 

 

2010 年，歐巴馬總統發表其任內第一份國家戰略相關報告：《國家安全戰略

報告 2010》（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其中提到隨著中國與印度等區域

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加深，美國必須透過更全面、積極的參與國際事務與區域議

題來維持並強化影響力，並且加深與盟邦、同盟國的合作關係，使國際秩序

（International Order）更符合美國所追求的安全環境，而在亞太區域內，報告中也

提到日本與南韓在區域中已經成為應對區域與全球議題上的重要夥伴國家，而美

國與日本、南韓間的軍事同盟體系也是美國在維護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基礎，美國

也將維持駐在日本與南韓的美軍力量以維持區域安全的穩定，持續性地與重要同

盟國發展安全等合作關係將是美國在東亞外交政策上的重點（Obama，2010：43-

46）。 

 

在較早之前所發佈的《四年期國防部防務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中，美國國防部也肯定了日本與南韓在美國東北亞、東亞區域安全

維護中的重要地位，並認為持續性地維持美軍駐地數量有助於鞏固美國與兩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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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盟國間的安全承諾，此防務報告也指出，在中國國力持續增長之際，東亞的區域

安全環境已經出現巨大變化，美國將據此調整與日本、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與防衛

方針，確保同盟國家與美國的安全均能獲得保障與嚇阻潛在的威脅（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0：1-4）。	

	

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2010 年於布魯金斯智庫機構

（Brookings Institute）的演說也提到（Clinton，2010），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

需要透過更多的國際參與及提供更多合作與援助機會才得以維持，而在眾多國際

事務的挑戰下，美國不僅需要協助其他國家克服挑戰，同時也需要盟友國家的支持

才得以處理複雜且多變的全球性議題，而日本與南韓兩大同盟國即是美國在東亞

地區的重要支柱 

 

2011 年美國國防部所發表的《國家軍事戰略報告 2011》（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2011）則提到，區域強權的興起已經使得全球安全環境出現變化，尤其是

在亞洲區域之中，存在著快速茁壯的區域強權，而美國與其盟國必須面對並適應這

一嶄新的安全環境，同時提出對策才得以維持美國在亞洲區域內的影響力與安全

秩序，報告中（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1：2-4）也強調在亞洲尤其是東亞

區域之中，美國與南韓、日本的合作關係對維持區域中的安全穩定極為重要，維持

美國在東亞區域內堅實的同盟關係，並給予同盟國強而有力的安全承諾是美國戰

略安全佈局的重要目標。另一方面，此報告也認為美國應該協助南韓與日本在同盟

體系中負起更多責任，包括美國應與日本合作提升日本的防衛能力等；而同樣地，

美國國防部（2011：13-14）再度強調駐日美軍與駐韓美軍在東北亞區域中的重要

地位，並認為美國應加強與東北亞盟國的軍事安全合作關係，藉以面對中國崛起後

產生變化的東北亞安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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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底，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了

名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的文章，被視為是美國對

外與對內展示其嶄新亞太外交政策主軸的重要宣告，內容提到在中東問題告一段

落後，雖然對抗恐怖主義仍是美國的重要任務，但亞太地區將逐步成為國際事務與

美國外交政策推展的核心，美國接下來外交政策所著重的將是在亞太（Asia-Pacific）

地區之中推展美國的經貿、外交與軍事利益、加強在區域中的影響力，並且加強與

區域內強權國家（如中國）的合作關係，同時避免美國在區域內被邊緣化，同時，

美國對其國家定位也出現轉變，積極表態其為「太平洋國家」的一員，在各項利益

的保障上均與其他太平洋國家相互關聯（Clinton，2011）。 

 

另一個觸動美國更新亞太外交政策的關鍵點即是中國的崛起（Pettyjohn，2012：

92-93），隨著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迅速累積經濟實力並提升軍事能力，其不僅對周

邊國家的安全造成挑戰，對區域中舊有霸權美國也構成壓力，雖然中國始終強調和

平崛起、不對世界秩序帶來威脅，但美國仍必須正視中國在區域內實力擴增的事實

（Kelly，2014：48）。對美國而言，中國對其在亞洲原有的軍事部署、推行的價值

體系與所提供的安全承諾甚至是經濟利益都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而東亞區域

內與美國享有軍事同盟關係的國家也因此需要加強與美國的安全合作、要求美國

提供更為有力的安全承諾來保障國家安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安全利益與價

值觀念（人權保障、民主政治等）的推展都必須有穩固的同盟關係與宏觀的外交政

策佈局來支撐（Terrence et al.，2014：58-59），而這些關鍵國家利益的保障即是美

國在歐巴馬時期亞洲外交政策的目標與基礎。 

 

而 2012年底，美國國防部的《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防衛的優先性》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報告中提出

了「再平衡（Rebalancing）」概念，認為在中國對區域安全環境造成挑戰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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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投入更多資源與軍事部署、加強與盟邦的合作關係才能在中國戰略意圖尚不

明朗之際，維持美國在區域中的優勢地位與對東亞盟邦的安全承諾（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2：6-7）。 

  

歐巴馬任期中，美國的東亞區域外交政策目標是改變前任政府對東亞與亞太

地區較為退卻、冷淡的情況，在先前段落所提及的多項政府報告書中也指出，東亞

地區內已然因中國的國力提升而出現與以往不同的安全環境變化，而美國在其「重

返亞太」、「亞太再平衡」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作為中，在東亞盟國的同盟關係鞏固

上主要有幾項較為重要的戰略佈局方針：使盟國負擔更多維護安全環境穩定的責

任、維持盟國對於同盟體系的意志以及謹慎應對區域內安全環境與氛圍的變化（張

凱銘，2011：188-189）。第一，美國期望透過軍事裝備的販售、軍事相關事項的

合作等方式加強其東亞盟國對於國家安全的防衛能力，同時也希望盟國能在區域

中參與更多合作事務，從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護的依賴者轉變為能夠協助美國的

夥伴國家（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1：7-8）。第二，美國期望維持東亞盟

國對同盟關係的信任，尤其在南韓、日本兩大同盟國相繼出現主張「外交自主」的

領導人後，美國在東亞的同盟關係更是需要同盟國的穩定支持，因此美國也透過建

立穩定且密切的交流溝通機制、更為擴大的安全交流與合作（唐欣偉，2013：8-9），

期望挽回因美國早前外交政策偏重中東地區而疏離的東亞盟國。第三，由於區域安

全情勢的轉變，美國與中國、俄羅斯等區域強權國家時有摩擦，而零星出現的緊張

情勢一旦成為戰爭的導火線，對美國與其區域同盟國家都將極為不利且帶來巨大

損失，同時，北韓核武問題也持續造成區域的安全局勢不穩（李大中，2010：19-

20），因此美國必須謹慎把握東亞與亞太地區的安全氛圍，在衝突升溫或對抗增加

時，做出相對應的措施解除緊張以維持區域內安全環境的穩定（張凱銘，2011：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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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歐巴馬政府在 2009-2013年間的東亞外交政策，自 2010年底將亞

太地區列為外交與國際事務重心的態勢明朗後，美國與同盟國家、太平洋週邊其他

友好國家的交流與合作皆趨於密切，而美國與中國的互動也影響著區域內國際關

係的變化，隨著美國國家定位的改變以及對中國國力上升的現實認識，美國在東亞

與亞太區域內追求影響力維持的目標之際，也必須避免區域安全環境因強權競逐

而出現衝突或戰爭的可能，而美國與其在東亞重要的同盟國家日本、南韓間的互動

關係也隨著美國外交政策重心的調整而出現變化，這些變化使得美國給予兩國的

安全承諾強度隨之改變，在本文的研究脈絡中，美國給予日本與南韓的安全承諾強

度變化將會進一步牽動美、日、韓三角關係，這些變化將在接下來的段落中詳述之。 

�

V�cCPi�!<q6'bt:�

 

隨著美國於各項報告、政府文書與官員演講上不斷宣告與強調「重返亞太」政

策的啟動，美國與東亞兩大同盟國家的關係也受到矚目，面對中國在區域中不斷增

加的軍事力量，美國需要南韓與日本在區域中共同提防中國的擴張意圖，而南韓與

日本也需要美國持續提供穩固的安全承諾來保障國家安全，因此隨著美國的外交

政策方針調整，美國在東亞兩組雙邊同盟關係也出現變化。 

 

壹、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2009 年，不僅美國迎來了新的領導者，日本政界也正經歷著民主化以來少見

的改朝換代，多年來由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稱霸的政壇風雲變色，由民主黨

贏得眾議會大選，其黨魁鳩山由紀夫成為日本首相，隨著美國歐巴馬總統與日本民

主黨首相相繼對國家的外交政策作出調整，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迎來冷戰結束後

的重大轉捩點。有別於自民黨政權對美國的親近與依賴，民主黨政府主張日本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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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亞洲國家，尤其是東亞區域內各國的連結與合作，並與中國建立信賴與友善

的雙邊關係，同時應該與美國建立「對等」的同盟夥伴關係，然而這樣的「脫美入

亞」的政策主張動搖了長年穩固的美日同盟關係，美國認為日本民主黨政府的親近

亞洲國家政策是期望將美國排除在東亞區域秩序之外，同時也對日本是否會堅定

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產生不信任感，而日本與中國改善的雙邊關係也引發美國

的疑慮（何思慎，2012：8），因此美日關係在歐巴馬總統的任期之中，是在波濤

洶湧之中揭開嶄新序幕的，雖然美國在 2010年真正展開「重返亞太」的外交計劃，

亟欲拉近與鞏固和日本的同盟關係，但同盟的雙邊關係中仍存在問題與嫌隙。 

 

2010 年，日本首相由菅直人接替上任，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仍波動頻仍，

美國期待日本落實已經延宕多時的駐日美軍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建設案，而日本民

主黨政權仍因新基地選址所在地的居民反對及違背大選時政策承諾等因素對此舉

旗不定，歐巴馬政府認為基地的遷移與興建將有助於維持駐日美軍的嚇阻力量、保

障日本國家安全，同時解決美軍駐在地當地居民不滿的情緒（遷移案中將基地由人

口密集處遷往沖繩島上人口較為稀疏的地區），因此強烈希望日本盡快動工興建普

天間基地（林賢參，2010：113）。 

 

隨著美國對參與東亞區域內事務的興趣提升，歐巴馬總統在 2010年 9 月訪問

日本，與首相菅直人的首腦會談中重申了美日同盟對東亞安全環境穩定的重要性，

並且強調美方對美日同盟關係的信心與支持，同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領土爭議、中

國國力與軍力崛起造成日本國內不安，以及 2010 年中升高的朝鮮半島緊張局勢，

北韓對日本的威脅未減等等因素，使得歐巴馬所拋出的橄欖枝為日本民主黨政府

所接受，菅直人政府重新調整了外交政策方針，強調美國與日本間的同盟關係仍是

日本極為重要的戰略安全基礎（晉林波，2012：45），雖然普天間基地問題仍未獲

得明確進展，但美日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獲得了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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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亞太政策中，日本作為東亞重要的軍事同盟國家，且有總數近四萬的

駐外美軍駐紮在日本境內，因此美日同盟關係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軍事部署

均相當重要，在歐巴馬政府宣布美國將以亞太地區做為國際事務重心後，美國與日

本的軍事合作也隨之增加，2010 年美軍在鄰近東京的神奈川設立新的前進作戰基

地（Forward Operating Headquarter），以便因應緊急事件與加強與日本陸上自衛隊

的合作，日本航空自衛隊也將指揮部移動到靠近駐日美軍橫田基地附近，以便協調

防空系統的合作，在軍事合作上，雖然美軍沒有增加駐日美軍的數量，同時延宕的

軍事基地遷移問題也造成美日關係的摩擦（Matteo，2014：151），但總體而言，

美國仍向日本表達了其安全承諾的有效性，增加的合作項目也代表著軍事安全承

諾上的加強，對維繫美日關係有著正面效果。 

 

而美國重返亞太政策也使得日本的軍事防衛能力受到重視，而日本在追求「國

家正常化」的努力，也隨著美國亞太外交政策調整而獲得支持，對美國而言，在國

力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若想維持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優勢，則同盟國本身的防禦能

力及承擔安全責任的能力均需要提升，才得以在美國整體的戰略佈局中奉獻足夠

力量來維持美國與同盟國家在區域內部的軍事影響力，因此日本逐步進行的「國家

正常化」政策中所牽涉的防衛力量升級、和平憲法修改等，對美日關係而言即不僅

是日本的內政議題，而是牽涉了美國東亞戰略佈局的重要事件（Matteo，2014：160），

因此歐巴馬政府樂見日本能夠在區域內透過國家正常化的政策擔負起更多安全責

任，並協助對抗區域內部潛在的安全威脅，而對日本而言，美國所提供的支持也代

表著同盟關係中承諾的穩定與加強。 

 

在本文所採用的研究途徑中，美國對日本的重視程度提升、軍事合作的增加與

駐日美軍數量的維持均代表著美國並未降低給予日本的安全承諾強度，而美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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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日本提升防衛能力等行動也可被視為安全承諾強度的提升，美日關係在此時期

雖有波折，但在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的推波助瀾下，美日關係仍然保持在相對穩定並

和諧的情況。 

 

總結來說，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之中，日本在民主黨政府的帶領下試圖開展與以

往一面倒親美有所差別的外交政策，企圖改善與周邊亞洲國家的關係、尋求美國以

外的其他外交標的，但在中國崛起等因素所造成的區域內安全環境變化使得美日

關係的穩定成為日本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因此雖然美日關係經歷了些許摩

擦，但實際上的軍事合作、雙邊關係均有所增加及提升，並未因這些外交方針上的

改動而造成美日同盟關係破裂或冷凍。 

 

貳、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 

 

2008 年，南韓大選結果出爐，新任總統李明博上台後，與前任盧武鉉政府時

較為疏遠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同，認為南韓應該在美國、中國、北韓等重要外交關係

中保持平衡，不過度傾向於特定國家，在追求國家意義的保障上更加務實，因此美

國與南韓的關係在其領導南韓的期間有所增溫（蔡維心，2015：70），加上美國隨

著歐巴馬總統上任並宣告重返亞太政策開始進行後，更加著重與東亞同盟國之間

的關係，因此美韓關係與盧武鉉執政時期相比改善許多。 

 

在上一個小節中提到，美國與日本的關係隨著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執政而出現

了疏離的情況，日本在追求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之際，挑動了美國對於同盟關係的

不信任感，而這樣的美日關係疏離，成了決定修正前朝疏遠美國政策的李明博政府

一個大幅度改善美韓關係的機會，李明博政府在美國推出重返亞太計畫後，即表達

其支持並願意與美國加強各項合作關係，而美國與南韓也因此除了原先的軍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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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軍事合作、駐韓美軍數量維持以外，美韓兩國更逐步在促進區域安全、北韓問

題以及對外國援助等議題上攜手合作，從地區性的軍事同盟夥伴關係，進一步走向

「全球性夥伴關係」，雖然南韓親近美國的外交政策引發北韓強烈不滿，南北韓關

係也在此時期降至低點並出現衝突跡象，但美國在北韓問題上對李明博政府的政

策表示支持，也使得美韓關係在北韓問題上並未出現立場歧異（李明，2012：15），

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安全承諾強度也因此獲得提升，南韓也對美韓同盟關係表達了

更勝以往的支持與信任。 

 

北韓於 2009年宣布退出六方會談後，即宣布重新開始進行核子武器試驗，並

不顧國際制裁與反對持續發展核子武器與洲際飛彈，隨著北韓金氏政權言語與實

質行動上的挑釁頻率增加，美韓同盟的動向也因此受到影響。在李明博政府積極與

美國加強同盟關係的同時，兩韓之間的衝突問題更加惡化，2010年 3 月，南韓海

軍天安艦在黃海海域進行例行性巡邏時被魚雷擊沉，造成嚴重死傷，而經過南韓組

織跨國小組調查後，認定天安艦是遭到北韓魚雷攻擊才導致爆炸沈沒，但北韓並未

承認，但美國在此事件中對南韓表達強烈支持，並大力譴責北韓挑釁行為不僅無助

於半島和平，也對區域安全造成威脅（Reuters，2010/05/20）。 

 

美國政府支持南韓政府的說法，再度引發美國與北韓的關係惡化，南韓卻感受

到美國的善意，在 6 月時同意推遲盧武鉉總統執政時期已談判完成的戰時作戰指

揮權（原先預計 2012年，由美國移交給南韓）時間至 2015年（劉德海，2010：1-

2），同時美國與南韓均同意加強兩國同盟關係與軍事合作，已便應對對北韓持續

升高的對抗意圖。 

 

2010年 11 月，南韓在進行年度例行性軍事演習，北韓對南韓位在延坪島的砲

兵陣地進行攻擊，發射超過 150枚砲彈，而南韓也發射砲彈回擊，雙方互相射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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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200 枚砲彈並造成人員傷亡，南北韓此次武裝衝突不僅造成國際緊張，也造成

南韓國內民意認為北韓仍是造成國家安全威脅的主要原因，並且有 6 成以上的南

韓民眾認為天安艦事件的罪魁禍首就是北韓，超過半數的南韓民眾也認為北韓持

續發展核子武器與其他飛彈或火箭是造成半島局勢不穩（以及南北韓無法進行統

一相關進程）的重要因素（Kim and Friedhoff，2011）。 

 

2010 年接連發生的南北韓衝突造成半島局勢緊張，而延坪島事件發生後，美

國也在第一時間決定與南韓進行美國與南韓聯合軍事演習來嚇阻北韓進行新一波

攻擊的意圖，而延坪島砲擊事件與其引發的後續緊張情勢也為美韓軍事合作關係

進一步拓展推波助瀾，除了 2010年開始舉行的美國與南韓間的 2+2部長級外交防

務磋商會議外，南韓也決定提升國防工業水平，因此與美國展開一系列軍事國防工

業相關的合作與技術交流，企圖提升南韓自身防衛力量；2011 年，美國與南韓決

定開始進行「美韓防禦協商對話（Korea-U.S. Integrated Defense Dialogue, KIDD）」，

由兩國的國防部官員主持，共同處理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安全訴訟機制，這些關鍵且

重要的措施與政策，使得美國與南韓之間的戰略安全合作更為緊密、全面，同時也

強化了危機管理、情報交流等軍事合作機制（蔡維心，2017：138-141），這些緊

密合作、加深同盟關係的措施均可被視為美國對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 

 

車氏的假說認為，美國對同盟國所採行的政策與合作計畫將牽動同盟國對同

盟關係的信任程度，而做為東亞重要同盟國的南韓，實際上對美國的安全承諾仍有

些許懷疑（Cha & Katz，2011：61），隨著歐巴馬政府與李明博政府的交好，南韓

與美國之間的軍事交流、國防工業合作以及 2+2 部長級會議的舉辦，美國政府向

南韓展示了其鞏固東亞同盟國關係的決心（安全承諾強度上升），美韓關係的提升

也代表著南韓信任美國所提供的同盟承諾。面對北韓問題，南韓在李明博政府的領

導下，與美國期待完成半島無核化的立場一致，因而與北韓關係惡化，在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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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與戰爭風險增加的情況下，美國的安全承諾對南韓而言顯得格外重要（李明，

2013：42），因此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針改變與北韓威脅的促成之下，美國與南韓關

係來到冷戰結束後的高點。 

 

總結來說，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中，在李明博政府對北韓採取強硬態度後，南韓

對於半島爆發戰爭的恐懼加深，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及駐韓美軍的存在對處於戰爭

恐懼的南韓而言更顯重要，美國政府也期望南韓透過調整國防政策進一步負擔並

協助美國維持東亞安全秩序的責任，而天安艦沈沒事件與延坪島砲擊事件的發生，

明顯使得南韓意識到美國的支持及安全承諾是其在東亞區域中維持國家安全與國

家利益的重要基礎，加上美國政府在這些事件上對南韓所表露的堅定支持，讓南韓

與美國的關係進入更為緊密連結的新階段，美韓同盟也更加鞏固，美國所提供的安

全承諾強度提升也取得了南韓的信任。 

 

綜上所述，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中，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政策（2010 年起）的宣

告與推展，相較於早前較為冷淡且缺乏關注的美國與東亞地區關係，在 2010年以

後，美國與日本、南韓兩個東亞同盟國的關係均獲得了強化與積極進展，雖然日本

在此期間經歷了政權轉換與外交方針調整，而南韓則經歷了與北韓之間緊張情勢

升高的挑戰，但在兩組雙邊關係的互動中，仍可觀察到在美國加強對盟國安全承諾

的強度後，美韓與美日同盟關係都出現了增溫的情況，而各種軍事合作、演習與國

防工業交流也逐步開展，再再顯示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給予了東亞盟國的信心與支

持，且進一步也促進了美國所建構的東亞安全秩序之維持，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

從車氏的假說出發，此一時期是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上升，日本與南韓兩大

同盟國對美國信任上升，使美韓與美日之間分別出現同盟關係鞏固的時期。 

 

另一方面，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之中，北韓仍是造成美國、日本、南韓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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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的主要來源，而美、日、韓三國在對應北韓核武威脅的外交政策上，仍將其視

為一造成區域安全不穩的共同威脅，也因此三國在此時期仍存在著對外共同的威

脅認知。 

�

V�c�!i<q6t:�

 

在探討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時，本文將採用的兩個指標分別為：首腦與外交

高層官員的互相訪問次數以及日韓兩國進行雙邊安全保障對話的次數，由於外交

關係的疏遠或緊密通常反映在兩國元首與高層官員互動、訪問的頻率上，因此將日

韓官員互訪的次數列為評估兩國關係的重要指標；而「日韓安全保障對話」是日本

與南韓之間就國家安全、區域重要安全議題交換意見與合作的對話平台，由國防與

外交高層官員出席，其舉辦的時間並不固定，自 1998年首度舉辦後，日韓安保對

話通常會視兩國關係與周邊區域內安全相關事件、政策的需要而決定舉辦時間，因

此可被看作是日韓安全合作關係親疏程度的重要指標，本文將採用這兩個重要指

標作為探知日韓外交與安全合作關係的變化依據。 

 

在歐巴馬第一任期中，日本與南韓之間所進行的元首（首腦）、外交高層官員

互訪與會談次數如表 2-1所示，若以歐巴馬總統與其外交團隊真正開始進行「重返

亞太」政策的 2011年為分界點，美日與美韓關係的具體改善、鞏固與強化連結均

是發生在此政策開始實施之後，那麼可以觀察到，在 2011年後，日韓兩國領導人

之間實際的會面、互訪與電話會談次數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雖然外交部長層級會

談沒有出現大幅下降趨勢，但與前幾個年度相比，2011 年起日本與南韓之間首腦

進行對話的次數不僅呈現下降，更重要的是，以往兩國領導人亦常會就北韓飛彈試

射等緊急事件進行電話會談並交換意見，並透過實際會面的場合進行兩國首腦會

談，但在 2012年兩韓關係依舊緊繃且北韓仍有進行透過火箭發射衛星等動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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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日本與南韓卻僅僅在 12年 5 月時於參加日、中、韓高峰會時進行當年度唯

一一次領導人會談，其他顯見雙邊關係有所降溫，會中就北韓問題、日中韓簽署

FTA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日本外務省，2012），但會後也並無進一步合作，因此

對日韓關係的推進而言，2011年與 2012年不僅是磨擦增加的重要時間點，也是對

話頻率、廣度與深度均下降的時期。 

表 2-1  

2009-2012日韓高層互動統計 

年份 日韓領導人互訪

與會談（實際會

面） 

日韓領導人電話會談 日韓外交部長會談 

2009 4 4 11 

2010 4 5 6 

2011 4 3 7 

2012 1 0 7 

                                      （單位：次數）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09-2012，〈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另一項日韓關係指標：日韓安全保障對話，則只有在美國外交政策重心仍在中

東地區、重返亞太計畫尚未提出的 2008年（第八次）與 2009年（第九次）各舉辦

了一次，2008 年時日本與南韓在這兩次安保對話中認為做為美國的盟國，雙方應

該就安全議題上相互合作，同時也必須合力避免北韓核武問題動搖區域安全與雙

方的國家安全（日本外務省，2008），而 2009年的安保對話也特別就北韓違反六

方會談協議的情況進行討論，並繼續尋求在安全方面的協力與合作，並肯定日韓雙

方持續進行的對話與交流有助於提升雙邊的國際關係，並且加深對彼此的理解與

信賴（日本外務省，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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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雙方在 2010 年後即沒有再舉辦日韓安保對話，但北韓在 2010 年後的挑

釁行為、飛彈試射等威脅並未減少，甚至其發射飛彈與火箭的頻率有增加的跡象，

而 2010年中接連發生天安艦遭魚雷擊沉與延坪島砲擊事件也是對於兩國國家安全

重大威脅的警訊，北韓一連串的行為與挑釁也造成區域內鄰近國家的緊張以及引

發國際關切，而同時間中國對外的軍事擴張也並未止息，在此國際安全環境劇烈變

動之際，卻未見日韓兩國針對此重大國家安全威脅再度進行安保對話，可探知兩國

關係可能出現低盪與摩擦，因此就算面對共同威脅對象的壯大與激烈挑釁行為，仍

為促使日本與南韓再度討論應對方式與合作共識。 

表 2-2 

2008-2012日韓安保對話統計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09-2012，〈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日本與南韓在 2008-2009 年間因南韓李明博政府期望改善日韓關係而出現了

較多的交流、對話，因為美國仍處於中東戰爭的泥淖中而無從關切東亞區域事務，

在車氏的假說中，在歐巴馬總統第一任期前半段是美國對東亞盟國的安全承諾強

度較為低落的時期，因此日本與南韓在小布希政府執政尾聲到歐巴馬總統執政初

期有較為頻繁的互動，並且試圖尋求雙方合作以共同面對北韓問題，與其假說相符

年份 日韓安保對話 

2008 第八回 

2009 第九回 

2010 無 

2011 無 

201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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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在 2010年開始，歐巴馬政府逐步轉變的外交方針以及政策宣告美國將把外

交事務重心由中東移往亞太地區，同時著手鞏固在東亞等地的同盟關係，在美日、

美韓同盟關係相繼改善與增強後，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即如車氏假說中所認為的進

入較為冷淡、摩擦較多的時期。 

 

而從其他具體事件來看，日本與南韓的關係的確在美國對東亞盟國的安全承

諾強度提升後再度出現雙邊關係降溫的跡象，在車氏的假說之中，日本與南韓之間

的歷史問題是雙方始終難以信任彼此、建立穩定交流合作關係的背景因素，尤其在

美國對同盟國安全承諾強度提升時，促使日韓合作的誘因減少，歷史問題往往會成

為雙邊關係的重大阻礙。在歐巴馬第一任期後半段，隨著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增

加、加強與東亞盟國的關係，美韓與美日關係均獲得提升後，歷史仇恨問題便再度

成為日韓關係改善的絆腳石，2011年年底，南韓李明博總統在訪問日本之際，「向

慰安婦道歉」等歷史議題再度成為日韓之間爭論不休的問題（The New York Times，

2011/12/19），2012年南韓國內也持續出現要求日本正視「慰安婦」問題的聲浪，

縱使李明博認為改善日韓關係對南韓而言有利，但南韓國內民意迫使李明博政府

對日本的態度轉趨強硬，要求日本政府應該積極面對殖民與二戰時期所遺留的歷

史問題。 

 

李明博於 2012年 8 月登上長期處於日韓領土爭議之中的獨島（竹島）（朝日

新聞，2012/08/10），引發日本政府與民間的強烈不滿，日韓關係也隨即再度急凍，

兩國元首在 2012 年後互動頻率也大幅下降，日韓關係的緊繃也一路持續；同時，

從此處也可觀察到，當日本與南韓關係出現摩擦時，無論是否肇因於歷史問題，兩

國之間的歷史仇恨仍是雙邊互動關係中難以跨越的高牆，歷史仇恨也時常被擴大

為外交爭端，在近二十年來，日韓之間的摩擦導火線往往是歷史問題的爭端，而隨

著領導人重視程度與面對歷史的態度不同，日韓間的歷史仇恨問題似乎也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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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嚴重並且分歧程度上升的情況。 

 

總結而言，歐巴馬第一任期中，美國、日本與南韓之間的兩組雙邊同盟關係、

一組雙邊「準同盟」關係的互動與車氏所提出的假說一致：當美國（日本與南韓所

共同擁有的同盟國）提高其給予同盟國家的安全承諾強度時，日本與南韓在區域中

的安全感會因此而獲得提升，則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即會進入相對低盪、摩擦增

加的時期，與此同時，對於此擁有共同威脅認知所組成的三組雙邊關係而言，被視

為共同威脅的北韓在此時期的挑釁、不遵守原先承諾的行為是增加的，其造成威脅

的程度有所提升，換言之，日本與南韓在面對日益強烈的共同威脅訊號、美國提升

安全承諾強度的情況下，如車氏所認為的，仍受限於歷史仇恨等問題難以攜手合

作，因此車氏的假說在歐巴馬總統的首任任期中仍能解釋美、日、韓關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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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第二任期的開展，歐巴馬政府擴大了重返亞太政策，更加著重「再平衡」

的效果，期望透過鞏固同盟關係，並且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國際事務，達到維持美

國領導地位、增進國家利益的效果，而美日與美韓同盟關係也因重返亞太政策而獲

得加強與深化。本章節將聚焦歐巴馬總統第二任中的重返亞太政策推展，以及受其

影響的美日、美韓、日韓關係。 

 

圖 3-1 歐巴馬第二任期的美、日、韓關係簡圖（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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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歐巴馬總統再度於美國總統大選中勝出，順利取得連任資格，而其

連任美國總統也代表著「重返亞太」政策將獲得延續，而歐巴馬政府在 2012年中

也將亞太政策的主要目的具體化，除了前一章所提到的「重新讓美國在亞太地區成

為影響力深遠的大國」之外，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之中，亞太政策的核心包括了

「區域內的權力再平衡（Rebalancing）」，「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隱含著

美國期望透過外交政策的各種手段，使得東亞與整個亞太地區內的權力分配回歸

至美國為主導的秩序之中，透過各種雙邊與多邊關係的加強與鞏固，使得美國所主

張的價值觀念、安全承諾與區域秩序得以維持（張凱銘、廖顯謨，2013：70-71），

而歐巴馬政府的發言、報告書等也明確指出中國在戰略安全議題上已成為美國的

潛在競爭者，美國在區域內需要更強健的同盟關係與更宏觀的軍事戰略部署來因

應中國的崛起（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2：2）。 

 

而重返亞太政策之中也強調美國將把外交政策與經貿發展的重心由中東等地

區轉移至亞太地區，同時也期望透過重心的轉移，以及更多多邊與雙邊合作關係的

開展，避免美國持續陷入戰爭泥淖，並挽救因 2008年金融海嘯重創而難以復甦的

經濟情況，因此歐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中更為強調在東亞區域內的國際參與、經貿

合作與軍事交流（Davidson，2014：78）。 

 

在歐巴馬第二任期中，除了國內需要面對國會對其外交經貿政策的質疑與不

信任外，在東亞區域內所遭遇的挑戰也未見減少，除了日本與南韓兩大重要盟國再

度經歷政權交替之外，區域強權中國對區域內既有秩序的挑戰意圖日趨明顯，其在

太平洋西岸的軍事力量擴張也造成東亞其他國家的緊張，同時北韓持續進行的核

子武器試驗、飛彈試射及零星的武力衝突都造成了南韓與日本的國家安全威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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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持續精進的核子武器設施也對美國本土的安全構成威脅，金氏政權拒絕與美

國及其他區域國家對話的強硬態度，也使得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難以趨緩。 

 

與此同時，隨著歐巴馬政府所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政策，駐在亞洲的美軍數

量增加，而軍事花費的支出也逐漸增加，批評者認為歐巴馬政府此舉是在與中國進

行軍備競賽（Arms Race），對於經濟衰退且國力有下降趨勢的美國而言無疑是沈

重的負擔。伴隨中國改變區域秩序意圖而來的另一問題是可能爆發的戰爭，在東亞

之中存在許多可能的熱點（Flashpoints），如朝鮮半島、台灣海峽、東海等（Binnendijk，

2016：99），歐巴馬政府的東亞外交政策必須審慎進行，避免戰爭的爆發，同時維

持美國在區域中的影響力及安全承諾強度，避免喪失區域中的領導權。 

 

具體而言，歐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之中對亞太地區的關注有增無減，而美國與

東亞兩大盟國日本、南韓的關係也透過各項合作政策持續強化，透過同盟之間防衛

指針的修訂、軍事演習的擴大舉辦、國防工業的技術指導等方式，持續維繫東亞盟

邦與美國的關係，並加強盟邦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任，而在面對區域重大威脅北韓

時，歐巴馬政府的立場仍堅持北韓必須放棄發展核子武器並與周邊國家進行友善

交流與溝通（Tow，2015：14）。另一方面，歐巴馬政府雖然在各項軍事戰略報告

書中將中國認定為潛在的軍事競爭對手，但歐巴馬政府仍致力於加強與中國之間

的交流，同時避免日本等盟國與中國間的領土爭端成為戰爭的導火線，並將美國的

軍事戰略部署重心轉往亞洲並期望遏止中國對區域乃至全球安全秩序的挑戰，並

且給予東亞同盟國更為強力的安全承諾。 

 

值得一提的是，歐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中，除了與第一任期同樣注重東亞傳統

同盟國如日本、南韓的同盟關係鞏固之外，其對東亞區域的重視也延伸到美國在越

戰後較少關注的東南亞，隨著東亞區域整合風氣盛行，日本與南韓兩個盟國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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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相繼加入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

峰會體系之中（ASEAN＋3），美國則在歐巴馬主政後於首度參與東協峰會，歐巴

馬政府在 2015 年亦將美國與東南亞國協間的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美國在重返東南亞的努力可見一斑（洪銘德，2015：154）。 

 

而面對威脅美國與其同盟國安全的北韓，歐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中並未對其

「朝鮮半島無核化」政策做出巨大調整，同時期望透過持續性的制裁迫使北韓金氏

政權重新回到談判桌。 

 

駐外美軍方面，駐在日本與南韓的美軍數量雖未顯著提升，但美國時任國防部

長黑格於2014年宣布將增加美國在亞太地區地面與空中的軍事部署（Keck，2014），

美國在軍事部署的重心從歐洲、中東地區轉移到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除了遏止美軍

在東亞區域內的影響力流失，同時也是給予東亞同盟國家更強健的安全承諾保證：

美軍預計將駐外美軍的 60％轉移至亞太地區，同時在澳洲、菲律賓等盟國增加海

軍部署以面對中國在海 上 軍 事實力的擴 張並保證國際海域的自由航行權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2：21），隨著駐外美軍部署的調整，也象徵

美國的戰略部署重心出現轉移，美國將更加注重亞洲太平洋地區甚至是印度洋週

邊的區域安全和穩定，此一重心的轉移也可被視為對亞太盟國安全承諾的強化。 

 

另一方面，歐巴馬的第二任期中也加強了同盟國間的合作關係推動，並特別著

墨在東北亞最重要的兩大同盟國日本與南韓之間的軍事交流、軍事合作關係，雖然

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在歐巴馬第一個任期末發生了李明博登獨島（竹島）事件而

陷入低谷，但歐巴馬順利連任後並未放棄調停日韓之間的爭端。2014 年歐巴馬藉

荷蘭核安全峰會促成日美韓首腦會談，雖然日本和南韓自 2012關係惡化後即停止

舉辦日韓首腦會談，但在歐巴馬的主持下，席間日韓領導人仍就北韓核武器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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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進行意見交換（日本經濟新聞，2014/03/21）。2016年 11 月，在歐巴馬總統

的強勢促成下，日本與南韓正式簽署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是日韓之間自 1965年雙邊外交關係

正常化以來，首度簽署軍事合作相關協定，美國期望透過此協定提升日韓的軍事合

作與情報交流關係，共同面對北韓、中國等區域威脅，由此可見對美國而言，促使

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改善、和緩並進一步合作也是重返亞太政策中的重要環節。 

 

綜言之，歐巴馬總統在其第二任期中的東亞外交政策仍不脫其鞏固同盟、對抗

區域威脅以及提升亞太地區影響力及領導地位的重要政策目標，而相較第一任期

末段較為著重於與日本、南韓兩個傳統盟國的關係強化，在其第二任其中美國更為

積極地參與東亞區域內的各項國際整合，並加強軍事戰略的部署與建立其他夥伴

或同盟關係，期望透過與更多國家進行雙邊和多邊的合作來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

的利益，雖然本文的研究所著重的是美國與東北亞盟國的關係，但美國對整個東亞

區域內議題、國際事務、區域經濟整合的關注提升並範圍擴大，同時也是宣示美國

外交政策重心轉移的重要指標，因此本文認為，美國對東亞、東南亞的整體關注以

及參與的增加，亦對其給予日本、南韓的安全承諾有加強效果；同時歐巴馬在第二

任期中並未忽略與南韓、日本的關係深化，除了軍事方面合作的持續進行、駐軍的

數量維持之外，美國也更加期望日韓之間能冰釋前嫌，攜手為美國所建立的東亞區

域秩序貢獻一國之力。 

 

V�cCPi�!<q6'bt:�

 

隨著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展開，其重返亞太的外交政策也迎來下一篇章，對

東亞區域事務的參與與積極爭取亞太地區國家的支持，是美國除了鞏固原有盟友

關係外，重要的外交目標；在傳統盟國關係上，美國也透過各種政策與合作事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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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加固同盟關係，同時遏止中國在區域中軍事勢力擴張，在此情況下，日本與南

韓做為防堵中國的第一線國家，美國的一舉一動都將牽動區域中的國際權力秩序，

並改變美國與日、韓之間的同盟體系。 

 

壹、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2012 年年底，除了美國歐巴馬總統順利在大選中脫穎而出贏得勝利之外，美

國遠在太平洋西側的盟國日本也迎來了國會大選，由安倍晉三所領導的自由民主

黨（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大勝，而安倍晉三也回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自民

黨的親美立場，以及重視美日同盟體系的外交策略，被視為修補日本民主黨執政時

期疏遠美日關係的一帖良藥，而在歐巴馬與安倍晉三的領導之下，美國與日本的同

盟關係也步入了新的階段。 

 

2013 年 2 月，安倍晉三展開訪美行程，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of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發表“Japan Is Back”的政策演說，回應美

國前國務卿阿米塔吉與學者奈伊於 2012所提出的美日關係報告書（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中對日本外交政策與國際地位的提問，安倍晉

三在演講中強調日本將持續保持在東亞與印太地區中各項議題與制度的倡議者，

同時也將與美國等重要盟國共同維護普世價值，並且成為美國重要且有效的同盟

夥伴（日本外務省，2013），此次訪美行程可視為安倍政府所領導的日本與美國進

一步修補並鞏固美日同盟體系的重要宣告與開端。 

 

安倍上任後不久即宣布美國與日本之間爭議已久，並在日本民主黨政府執政

時期被延宕的沖繩普天間基地遷移案將重新進行討論，且向沖繩政府提出土地徵

收要求，為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地點做出決斷，此強硬舉動雖然引發沖繩民眾強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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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但普天間基地遷移事件已經自 2006年起不斷拖延，美方已多次表明期待日本

政府可以盡快協助進行基地遷移，因此安倍此舉雖然可能引發民意不滿，但對於鞏

固美日同盟關係有正面幫助（Green & Szechenyi，2013：17-18）。 

 

2014年 10 月所舉辦的美日 2+2部長級會議，除了達成美日將在次年更新共同

防 衛指針的共識以外，美國與日本之間也簽署議定 書將修改 2009 Guam 

International Agreement（GIA），為駐日美軍部分遷移至關島做細部的調整與規劃，

並能在遷移同時力求維持日本防禦能力不減、國家安全穩定，從此處可以觀察得知

美方仍願意提供強力且有效的安全承諾給日本，並且也更加尊重日本政府與國內

民意對駐日美軍的看法與期望（Green & Szechenyi，2014：16-17）。 

 

2015年，美國與日本共同發表修改更新後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此次修訂是以 1997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作為基礎，

進一步就美日之間的軍事合作範圍、灰色緊急事態的應對等議題進行討論與界定，

新版的防衛指針進一步擴充美日同盟合作的範圍，自日本周邊至全球，美國與日本

之間將透過各項軍事合作「無縫（seamlessly）」保衛日本的國家安全，以及區域

乃至全球的和平穩定，在強化同盟的具體事項上，除了原先已經存在的軍事合作以

外，美日兩國將依照新防衛指針成立「同盟協調機制 (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共同評估國際情勢、進行軍事情報分享等合作。另一方面，美日同

盟以往的軍事合作項目多著重於傳統防衛性武力與傳統安全層面，此次指針修改

也將非傳統安全項目列入兩國軍事合作的範圍，力求使日本在各項安全議題上都

能自美日同盟體系中獲益並保障國家與區域安全穩定（古詩涵，2017：22），在本

文的研究脈絡中，此次美日防衛指針的更新可被視為美國與日本之間軍事安全承

諾的有力承諾與關係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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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限於和平憲法而不能擁有正規的國家軍隊（主要

受限於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僅能成立以防衛國家為主要任務的自衛隊，安倍晉三

在其第一次首相任期內即積極尋求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政策推動，而在第二次回任

首相後，安倍晉三也宣布將開始推動憲法修改等國家正常化的制度修改。2014 年

起，安倍晉三透過新的憲法解釋、新安保法等手段解禁日本對外武力的使用限制，

透過「集體自衛權」使日本自衛隊能在「與日本關係密切的鄰近國家」遭受攻擊時，

依情勢決定是否出兵與他國交戰，而此一法律修改受到了美國歐巴馬政府的支持，

認為日本在國家逐步正常化後，能更加有效地與美國進行軍事合作、維護區域安全

秩序，並成為美國在東亞區域中更為對等、積極的盟友國家（Binnendijk，2016：

111-113），而美國在日本提升軍事能力上的支持也成為美日同盟關係強化的催化

劑，雖然此一政策支持並非傳統上的安全承諾給予，但本文認為在日本透過國內法

律手段提升安全防衛能力並獲得重要盟友支持的情況下，此事仍可視為美國對日

本安全承諾強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由於北韓持續性地進行核子武器試驗、飛彈與火箭的發射試驗等威

脅東北亞區域安全，2013年初起，北韓除了在 2 月進行核子試驗外，更在 5 月時

朝日本海發射四枚短程的導彈，造成南韓、日本國內的緊張與恐慌，甚至引發朝鮮

半島危機，2014年 6 月北韓又再度朝公海發射疑似砲彈的飛行物體，幾次飛彈試

射事件發生後，美國與日本開始就增加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作出討論，日本原先在

2006年由美國海軍部署了第一部 AN/TPY-2 雷達，2007年時部署了愛國者飛彈，

而在 2013年接連出現北韓飛彈試射後，美國建議日本應該強化其反導彈系統在本

土的部署與運作，宣布將在日本境內部署第二部 AN/TPY-2 雷達，並與日本進行合

作共同開發能有效反應北韓飛彈的反飛彈防禦系統（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4），雖然此部署引發了北韓與中國的強烈不滿，但美國積極在太平洋西岸部署

反飛彈防禦系統，除了其戰略安全考量之外，也是對盟國積極展現安全承諾強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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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標。 

 

而除了美方給予更為強力的安全承諾，以及表達對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支持之

外，美日關係的強化更體現在日本積極承擔同盟國與全球夥伴責任的層面上：美日

同盟體系在歐巴馬總統與安倍首相的努力之下成功推進成為全球性的夥伴關係，

而美國也期待美國與日本之間的互動能從雙邊關係轉變成多邊關係，亦即希望日

本除了成為堅實盟友外，也能積極拓展對外合作（如東協），同時與美國在東亞、

亞太區域的其他盟國進行交流，使美日同盟關係能成為美國與日本在區域內擴張

影響力的基礎，也促使日本從一消極接受美國安全保障的盟國，成為更積極承擔區

域安全與國家防衛責任的戰略夥伴（Envall，2017：28-30）。 

 

在美國的強烈支持之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也確實在安倍晉三第二任期內出現

具體變化，安倍首相在 2013年所發表的「亞洲民主安全鑽石（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構想中提到美國、日本與印度、澳洲作為亞太地區民主國家，應該建

立安全合作機制以維護亞太甚至是整個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隨後日本也積極加

強與印度、澳洲的安全合作機制，在此安全鑽石架構中，關係相對緊密、堅定的美

日同盟關係是重要基礎，而透過與美國其他友好國家的合作，日本在美國多組同盟

關係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Lee，2016：8-10），由此可見，美國所給予日本的安

全承諾強度不僅提升，甚至成為日本對外擴展安全戰略合作關係的重要基石，美日

之間的合作事務也不再侷限於東北亞區域內。 

 

綜言之，在美國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中，安倍晉三上任日本首相後所積極推動

的國家正常化、同盟體系再加強都與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目標不謀而合，也因此美國

與日本的同盟關係在此時迎來了更加緊密且擴大範圍的調整，新版共同防衛指針

的提出也使得日本足以擔負更多安全責任，並且進一步協助美國維持區域乃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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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和平穩定，日本在國家正常化的道路上也獲得美國的支持，種種跡象均顯示美

國與日本間的同盟關係穩定且安全承諾強度提升，而日本在美國的強力支持下也

逐步成為東亞與亞太地區中發展多邊關係的重要樞紐國家，隨著日本己身外交策

略的調整，美日關係的穩定發展是可以預期的。 

 

貳、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 

 

2013年 2 月，南韓新的領導者朴槿惠上任，有別於前朝李明博政府強調親美

的立場，朴槿惠在上任之初即強調南韓除了需要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之外，也需

要維持外交政策的平衡，與周邊國家保持良性互動，並為區域的和平穩定做出積極

貢獻（Kuik，2015），也因此南韓在朴槿惠的領導之下，並非一面倒的傾向美國，

而是盡力在大國之間保持和諧且平衡的位置。 

 

在北韓核武發展持續進行的情況下，雖然強調南北韓間應該持續加強信任以

利後續交流，但在核武威脅上，朴槿惠也與歐巴馬總統維持一致立場，即北韓應該

放棄發展核子武器，在半島無核化的基礎上才存在和平談判的可能（李明，2013：

3），換言之，朴槿惠雖然強調南韓不應一味傾向美國，但其在鞏固同盟關係與對

北政策上仍與美國歐巴馬總統所期望的相近，而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也在此時

期獲得一定程度的強化。 

 

在朴槿惠總統上任之初，自 2012年年底因北韓發射人造衛星遭受聯合國認定

為彈道飛彈測試而遭受制裁後，所引發的一系列北韓言詞挑釁、核子試驗逐漸演變

成朝鮮半島緊張情勢，2013年 3 月在南韓與美國進行聯合軍演之際，北韓指控演

習將造成威脅並宣稱若美韓不停止演習、進行談判將撕毀兩韓停戰協定，並在 3 月

8日到 16日之間，先後終止了兩韓互不侵犯條約、停戰協定等，重創兩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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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發朝鮮半島危機。 

 

為了避免北韓輕舉妄動，美國將駐在關島的 B-2 轟炸機派往朝鮮半島參加美

韓聯合演習，並要求日本將三艘具有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的驅逐艦部署至日本海，但

此舉再度引發北韓強烈不滿，宣稱已部署火箭與飛彈準備攻擊美國在太平洋的基

地，並在 3 月 30日宣布進入與南韓的戰爭狀態，一旦面對南韓或美國的過度挑釁

將予以回擊，因應半島情勢急遽升高，美軍將原先部署於沖繩基地的兩架 F-22戰

鬥機改派至駐韓美軍所在的南韓烏山空軍基地，宣示其捍衛盟國南韓以及半島和

平的強烈決心。4 月起，北韓首先關閉了兩韓合作的開城工業區，宣布將進行鈽元

素的生產，並在 5 月時朝向日本海方向發射四枚短程導彈，引發日韓不安，美國與

南韓在 7 月時展開年度「乙支自由衛士」聯合軍演，力求嚇阻北韓侵略與引發戰爭

的野心，然而北韓對外發出公開信譴責美韓才是引發半島局勢緊張的元兇，並要求

停止演習未果，隨後 8 月兩韓再度於北方邊界線發生砲擊事件，朝鮮半島危機情

勢仍未消退，雖然北韓在砲擊事件後並無進一步挑釁，但此次長達近半年的緊張氛

圍使得南韓對於改善兩韓關係失去信心（O’Neil，2014：18）。而美國在此期間提

供的強烈支持與安全維護也促使美韓關係有所升溫。 

 

2013年與 2014年間，美國與南韓依慣例展開各項大型軍事演習，軍演規模甚

至達到歷年之最（2014年舉辦名為Max Thunder的聯合空中作戰演習），做為展

現美韓同盟關係鞏固與美國安全承諾穩定的象徵。美國與南韓之間在 2014年還達

成了延遲「移交戰時指揮權」的時間，原先美國預計在 2015年將戰時指揮權移交

給南韓，但 2014 年美韓安保會議中兩國均同意將此移交時程推遲至 2020 年，以

便因應北韓持續挑釁與東北亞區域安全秩序的變動；而駐韓美軍的人數雖然未明

顯增加，但美軍仍強調會保持足夠數量的軍隊在此協助南韓防禦與嚇阻可能的武

力威脅（The White House，2014），美韓之間也在 2014年就駐韓美軍費用的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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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全新協議，這些協議與共識對維持美韓同盟關係存在正面影響。 

 

在其他軍事合作層面上，2014 年底，美國與南韓、日本三國共同簽署了關於

北韓軍事情報共享的協定，使得南韓得以透過美國與日本進行北韓情報交流，藉此

情報交流協定，南韓不僅可以獲得美國在北韓相關的軍事情報，同時也能獲得日本

針對北韓新型飛彈所做的分析與評估，並據此進行軍事部署與防禦計畫擬定（劉德

海，2017：35-36），美國促使南韓簽署情報交換協定一方面是期望改善日本與南

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希望藉著軍事情報共享，南韓得以提升安全防衛能力。 

 

而歐巴馬總統在其任期之中，對美韓同盟的期望不僅只有加強軍事情報交流

與其他軍事合作，更重要的是希望南韓可以同意部署地對空的反導彈系統於南韓

本土，起初南韓在 2015年 10 月釋放消息願意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薩德反導彈系統）」於境內，並承認已經開

始與美國進行部署前的討論與準備，但隨後又因中國與國內民意的強烈反彈而改

口，宣稱南韓並未確定要部署薩德系統，並稱薩德系統對國家安全的意義能須謹慎

評估，試圖安撫北京避免中韓關係倒退。 

 

2016年 2 月北韓進行火箭試射，國際認為此舉代表北韓已在核子武器與長程

洲際導彈上取得進展，並且已具有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半島情勢再度陷入緊張，

在美國強烈要求以及北韓核武威脅明顯升高的情況下，美韓在 2016年 3 月初即宣

稱正在進行薩德系統部署的磋商，南韓也將薩德系統描述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

設施，最終在當年度 7 月美韓共同宣布將於南韓境內進行薩德系統的部署以反制

北韓持續性的飛彈試射與挑釁行為。美國強勢要求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不僅是因為

透過反導彈系統的部署有助於提升對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另一方面也是給予南

韓強烈訊息：其應跟上美國與日本防範中國軍事實力崛起的腳步（李明，2016：49），



doi:10.6342/NTU202004285

 59 

而南韓選擇不顧北京的強烈反對，接受美國部署薩德系統的提議，也代表南韓在戰

略安全的考量上與中國相比，仍更加依賴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願意配合美國於

西太平洋的反飛彈部署（Noerper，2016：39），而從本文的研究脈絡而言，美國

在南韓境內部署反導彈系統是安全承諾的加強，同時也是鞏固美韓安全合作關係

的強力宣示。 

 

綜上所述，歐巴馬總統在第二任期中仍然與南韓保持良好且穩定的同盟關係，

在面對北韓持續進行核子試驗與飛彈、火箭試射的情況下，美國在軍事上的強力支

持是穩定南韓國家安全危機的重要關鍵，而南韓在朴槿惠總統的領導下，期待在美

國、中國、俄國等區域大國之間保持外交平衡，避免過度傾向任一國家，但在北韓

持續威脅以及武力挑釁之下，朴槿惠的外交政策不得不進行調整，雖然極力避免激

怒中國與其他鄰近強權國家，但美國所提供的核保護傘以及駐韓美軍仍是維護南

韓國家安全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薩德系統部署的討論之中，北京的強烈不滿並沒有

能夠避免南韓接受美軍提議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而美國在薩德部署事件上的強

硬立場也顯示美國持續拉升給予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也因此在車氏的假說之中，

在此時期美國對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有所提升。 

 

總體而言，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之中，美國所延續的重返亞太政策積極加深與

亞太地區盟國之間的關係，也藉由各項軍事部署調整強化其給予盟國的安全承諾，

也因此美國與日本、南韓的關係在此期間仍保持在相對穩定且互相信任的情況，雖

然南韓在朴槿惠總統的領導下，強調外交關係的平衡而更為顧慮中國等周邊強權

國家，但南韓與美國的關係仍因北韓的強力挑釁獲得了鞏固與深化。而美國與日本

的關係在安倍晉三上任後出現明顯好轉，安倍晉三親美且積極調整日本國家定位

的政策，使得美日關係在經歷了日本民主黨政府期間的飄蕩後再度趨於穩定，飛彈

防禦系統的研發與部屬、美日之間防衛指針的更新等等都使得日本在東亞區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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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更為提升，由此看來，2013-2016年仍是美國所給予盟國安全承諾強度持

續上升的時刻。 

�

V�c�!i<qt:�

�

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雙邊關係，自 2012年南韓李明博總統登上日韓爭議領土獨

島（竹島）後即陷入冰點，雙邊關係交惡直到兩國先後經歷大選並產生了新的領導

者，隨著朴槿惠與安倍晉三的上任，美國與周邊其他國家均期盼兩位新的領導人可

以為日韓雙邊關係帶來全新氣象，帶領兩國關係自低谷中走出。但事實上，日韓兩

國之間的關係並未能夠在朴槿惠與安倍晉三的領導中出現長足進展，雖然有歐巴

馬總統在其中穿針引線，而日韓兩國也的確在美國的要求之下推進了軍事合作層

面上的關係，但實際上兩國仍未能敞開心胸、攜手前進。 

 

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之中，美國主要的外交方向仍是以「重返亞太」為主軸，

並且積極加強與東亞盟國的安全合作關係，試圖以穩固的同盟關係作為基礎，使得

美國在亞太區域內的影響力有所增長，而日本與南韓在面對美國安全承諾強度大

幅提升的情況下，若依照車氏的假說而言，日韓之間的雙邊關係則會反向的陷入摩

擦，而從日本與南韓首腦與外交高層的會面次數看來（請見表 3-1），日韓關係確

實在此時期急凍。 

 

2013 年與 2014 年是北韓飛彈、火箭試射與軍事挑釁行為最為頻繁出現的時

間，然而在面對北韓此一共同且強大的威脅之際，日本與南韓領導者仍是避不見

面、王不見王，雙邊外交高層會談的次數極少，連透過電話進行商議與討論特定事

項的機會都沒有出現，對比當時危機四伏、氣氛緊張的東北亞情勢，日韓雙方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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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顯得過度「冷靜」，顯見當時日韓雙邊關係的冰封。而 2015與 2016年，隨著歐

巴馬總統期望撮合美國在東北亞的兩大盟國攜手合作，日韓領導人仍往往是在高

峰會上由歐巴馬總統穿針引線才得以進行會面，直到歐巴馬第二任期尾聲，日本與

南韓之間的互動才有所增加，但主要仍是因為美國方面的強力要求與積極促成，才

使得日韓關係看似有所回升。 

 

表 3-1 

2013-2016日韓高層互動統計 

年份 日韓領導人互訪

與會談（實際會

面） 

日韓領導人電話會談 日韓外交部長會談 

2013 0 0 3 

2014 0 0 2 

2015 1 1 7 

2016 2 3 8 

（單位：次數）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13-2016，〈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而從本文使用的另一項日韓安全關係指標「日韓安保對話」的舉行而言，日韓

關係仍是枯木未逢春。如表 3-2所示，第九回日韓安保對話在 2009年舉辦後，日

韓之間的安保對話便停止舉辦了 6年，是自 1998年首度舉辦後，停止舉辦間隔最

長的一段時間，日韓直到 2015 年，同時也是日韓外交關係正常化五十週年之際，

再度於南韓首爾舉辦第十回日韓安保對話，對話中同樣就北韓核武問題與東海軍

事情勢進行意見交換，但仍未觸及更深入的軍事合作事項或其他討論，而 2016年

日韓安保對話再度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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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3-2016日韓安保對話統計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13-2016，〈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從具體事實來看，2013 年朴槿惠就職後，其雖然肯定了區域內國家外交互動

關係的重要，並認為南韓應該與周邊國家增加合作與交流，但南韓與日本之間的關

係卻未見改善，主因是朴槿惠認為日本應該正視殖民與二戰時期對南韓與其他亞

洲國家所造成的歷史傷害，同時以正確的心態處理歷史問題（Sakaki & Nishino，

2018：749），而日本方面則認為日韓雙方已就慰安婦等問題討論多年且簽訂了相

關協定，不應一再舊事重提造成雙方關係緊張，因此 2013 與 2014 年，日本與南

韓的領袖並未如往常在就任後相互訪問、進行會談，而日韓雙邊的外交交流也大幅

減少。然而在此同時，日本與南韓最主要的共同威脅北韓挑釁行為不斷，甚至引發

半島危機，在此威脅程度上升的情況下，南韓與日本仍受限於歷史爭議等問題，未

能攜手合作。 

 

2014年 3 月，美國眼見東北亞兩大盟國漸行漸遠，決定從中斡旋促使日韓雙

邊關係回溫，除了期望促使美、日、韓簽署三國之間的情報分享合作協定，另一方

面也是避免同盟國之間因關係疏遠而引發同盟結構不穩，因此歐巴馬總統便如首

節所提及的，藉美、日、韓三國領袖均在荷蘭參加核安全峰會的機會，提出三國應

年份 日韓安保對話 

2013 無 

2014 無 

2015 第十回 

2016 無 



doi:10.6342/NTU202004285

 63 

就北韓的核武問題進行討論，因此在峰會舉辦期間另行舉辦了美、日、韓首腦會談，

希望透過美國的調解使日韓關係重回正軌，共同對抗北韓、中國等鄰近國家所造成

的安全威脅（Sakaki & Nishino，2018：738）。然而此峰會過後，日本與南韓之間

的關係並未改善，兩國仍未能恢復以往的交流與訪問，顯示日韓關係的僵化若沒有

美國持續居中協調，一般而言難以順利恢復。 

 

美國促成日本與南韓元首進行會面的目的，除了協調日韓關係之外，另一方面

也期望促成軍事情報協定的簽署，日韓之間因為長久以來的嫌隙，其軍事合作事項

若沒有美國的助力則少有進展，美國在 2014年內推動美、日、韓之間的「對北韓

軍事情報分享」協定簽署，雖然日韓關係在此時期仍是水火不容，但在美國的期待

下，三國於 2014年底正式簽署此情報互換與分享的協定（Panda，2014），然而日

韓關係實質上並未大幅改善，日韓雙方僅同意開始就慰安婦問題進行討論，並未如

美國所預期的解凍雙邊關係。 

 

2015年，日韓關係看似稍有起色，然美國仍是主導日韓關係進展的重要力量，

在經歷數回關於慰安婦賠償的談判後，當年度 11 月初日韓雙方同意就歷史問題等

議題進行安倍晉三與朴槿惠上任後的首度首腦會談，在此次會談後，日韓雙方在年

底達成「日韓慰安婦協定」，日方將就慰安婦罪行公開道歉、進行賠償，而南韓也

將成立專責扶助慰安婦的基金會，妥善運用日本的賠償金進行撫慰等相關措施，更

重要的是，日韓雙方已經同意此一協議是針對慰安婦爭議「最終」且「不可逆轉」

的解決方式（Tatsumi，2015），此次協定的簽署，雖然可被視為日韓雙方和緩關

係的一步，然而雙方閃電達成協議的背後，仍是美國期望日韓修補關係並進一步簽

署雙邊軍事合作協定的壓力所致。 

 

2015 年底，隨著日韓簽署了慰安婦協定，美國即乘勝追擊，要求日本與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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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就延宕多時的雙邊軍事情報分享進行討論。早前在 2011年時，南韓與日本曾

就軍事情報分享作出討論與意見交換，然而雖然兩方在當時均表達出對於簽署協

定的意願，但在簽署條約前意外將消息洩漏於大眾，造成南韓民意的激烈反對，南

韓隨即在 2012年取消了預訂的協定簽署，同時要求日本應積極面對歷史問題，日

韓才能有合作共榮的空間與可能。隨後日韓關係的摩擦持續增加、新上任的領導者

沒有意願增近日韓軍事合作等因素，使得日韓之間的軍事情報分享協定胎死腹中。 

 

然而北韓核子武器的威脅仍在甚至有擴大的跡象，而日本對於北韓相關的情

報掌握能力、國家軍事發展力量等均高於南韓，雙邊情報互換協定的簽署得以使兩

國不需要透過美國即可以直接分享軍事情報（Park & Yun，2016），而南韓與日本

對於北韓動向、核武情報的需求極高，兩國若能簽署情報分享協定，有助於提升兩

國對北韓的情報掌握，適時對情勢做出預防或因應，而日本與南韓間在邦交關係正

常化以後，始終沒有簽署相關的軍事合作協定，也因此美國期望透過此協定的簽

署，進一步推動日韓軍事合作關係。 

 

2016 年，日本與南韓因美國的斡旋再度重啟對朝軍事情報分享協定的談判，

而安倍與朴槿惠也在 3 月底進行了首腦會談，討論就北韓持續挑釁行為的應對，

以及肯認慰安婦協定的達成是日韓關係的一大進步（日本外務省，2016/03/31），

9 月在東南亞國協會議中碰頭的兩人，也進行了當年度第二次的領袖會面，會中強

調雙方都有強烈意願推動雙邊關係進展，也願意在解決北韓問題上攜手前進（日本

外務省，2016/09/07），顯見在美國的推波助瀾下，日本與南韓的關係有所改變。 

 

日本與南韓在 2016年 11 月 23日正式簽署了日韓軍事情報分享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美國對此表示樂見日本與

南韓在軍事層面上攜手合作，而也期望日本與南韓能在東亞區域內部扮演更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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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幫助維持區域內和平穩定的角色（Park & Yun，2016），然而此一協定的簽署

並非全然代表著日韓關係的和緩與鞏固，實質上此協定的簽署仍是美國重返亞太

政策之下所產生的結果，而日韓關係本質上仍有無法跨越的鴻溝，根據路透社報

導，韓國民眾面對日韓之間 GSOMIA 的簽署有超過半數（59%）持反對意見，並

認為將軍事情報與日本分享對南韓而言是極其危險的（Park，2016），反對方認為

日本於南韓而言是不可信任的敵國，與日本加深軍事相關的連結與合作只會帶來

糟糕的後果，而 GSOMIA的簽署也更加將南韓綑綁於美國、日本、南韓的三角同

盟關係框架中，南韓未來的外交政策就面臨更多限制，在 GSOMIA的談判過程中

也缺乏公開透明的審議過程，於南韓而言，簽署 GSOMIA的損失過大，實不應因

美國壓力而簽署（Kang & Bang，2017：93）而日韓之間的其他合作事項仍未見端

倪，顯示雖然歐巴馬總統將日韓 GSOMIA視為其第二任期中協調日韓關係的重要

里程碑，然而除了 GSOMIA的簽訂之外，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雙邊關係卻並無出現

明顯改善。 

 

從本文的研究脈絡而言，車氏認為當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時，日本

與南韓對美國的信任感提升後，日本與南韓即會出現關係摩擦，而從上述所提及的

情況來說，美國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中確實提升了給予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透

過更多的軍事部署轉移、軍事合作等政策加深盟國的安全感，因此若日本與南韓之

間的雙邊關係摩擦增加，則此期間的美、日、韓三邊互動關係即應證了車氏所提出

的假說，而日本與南韓之間的互動關係確實在美國透過重返亞太政策鞏固同盟關

係後出現較多冷淡甚至摩擦的情況，雖然在 2015年後受迫於美國所施加的壓力相

繼完成了慰安婦協定與 GSOMIA的簽署，然而在美國沒有從中介入的情況下，日

本與南韓兩方則沒有明顯欲修補關係的意圖（如 2013-2014），因此撇除美方斡旋

與協調而來的會面與協定簽署，日韓關係仍處於相對低點，並無明顯回溫或改善的

情況，車氏的假說也因此仍適用於解釋本時期的美、日、韓三邊同盟與準同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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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日本與南韓在此時期所面臨的共同威脅北韓，其威脅程

度有擴張的趨勢，自 2013年起北韓除了核子試驗的持續進行外，也時常朝向周邊

海域進行飛彈試射與火箭發射，對東北亞區域內的安全環境造成壓力，也因此造成

南韓與日本必須與美國更加緊密合作以對抗北韓核武威脅，在此時期三個國家所

認知的共同威脅並未出現改變或動搖的情況，因此同盟關係上也相對穩固而無明

顯變化，日韓也願意在外交政策上配合美國以謀求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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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任美國總統選舉，川普在一片不看好中拿下勝利，川普自競選起就高舉

的「美國利益優先」旗幟也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方針帶來改變，在更加重視對等關係

的川普政府領導下，美國與盟友國的關係也出現變化，在經貿上、駐軍費用分擔上

都錙銖必較的川普，為美國對外同盟關係帶來壓力。隨著 2018年後，美國與中國

對抗的局面趨於明顯，美日、美韓同盟的重要性也愈發提升。本章節將聚焦於川普

上任後對美國外交政策帶來的改變，以及美日、美韓、日韓關係在此變局中的變化。 

 

圖 4-1 川普任期的美、日、韓關係簡圖（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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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底，美國舉行總統大選，選舉結果跌破外界眼鏡，由共和黨提名人，

訴求「美國利益優先」、「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房地產

大亨唐納・川普（Donald John Trump）贏得勝利。川普總統在 2017年 1 月正式入

主白宮後，外交政策主軸仍延續其在選舉期間不斷強調的「美國利益優先（America 

First）」，川普總統認為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為介入許多國際紛爭、區

域衝突，導致美國必須部分犧牲己身利益以維護國際�秩序，而受美國所保護、協助

的國家卻未能付出相對應的支持與資源，只是片面享受美國所維繫的穩定秩序，這

樣的情況應該被改變。 

 

川普總統認為美國應該以其己身的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使其盟友國家、受保護

之國家負起更多防禦任務或是軍事費用的分擔責任，避免美國的國家利益持續受

到侵害與耗損，也認為盟友國家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依賴是一種「使用者不付費」

的「搭便車（Free-Rider）行為（Anton，2019），在此情況下，川普總統認為調整

美國與國際盟友間的互動、合作關係相當重要，與歐巴馬總統所主張盟友國應該增

加其防衛能力不同，川普總統更加強調盟友國享受美國軍事安全保護傘之際應該

付出相應的代價，否則就不該一味的仰賴美國的安全承諾來維持國家安全，美國的

外交政策也隨著川普總統上任而出現許多調整。 

 

在標舉「美國利益優先」的旗幟之下，川普總統除了亟欲兌現重要競選承諾：

於美國與墨西哥接壤的邊境築起高牆，防止中南美洲非法移民進入之外，川普總統

在美國外交政策上所掀起的改變浪潮，所席捲的對象不僅有本文所討論的東亞及

亞太地區，還有長期以來做為美國重要盟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川普總統認為北約組織成員國長期以來仰賴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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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傘保護，卻未能夠付出相對應的代價來換取區域的穩定和安全。在川普上任

後首度參加的北約高峰會議（2017年 5 月）上，川普總統發表演說抨擊北約會員

國對美國的依賴以及疾言厲色要求北約會員國應該付清這幾十年來所積欠的軍事

相關費用，並且拒絕明確地重申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的集體安全條款（歷年來此條

款都被北約會員國與外界視為美國的重要安全承諾展現），引發北約會員國的不滿

及不安（Gramer，2017），而川普總統此舉被外界視為其改變美國既有外交方針的

重要宣示，象徵美國在川普的領導下，不僅將更加注重己身利益的維持，也將避免

因維持國際秩序的必須而損傷國家利益，縱使是歷史悠久、關係強健的北約組織也

難逃此一檢討、修正。 

 

而美國外交政策改變的大浪也撲向了太平洋西岸的東亞盟國，川普總統曾公

開批評東亞盟國菲律賓在杜特蒂（Duterte）親近中國，對美國這個傳統盟友的態度

不佳，也不願負起盟國責任，導致川普上任後雖然展現想與菲律賓修補關係的企圖

與善意，並維持與菲律賓的同盟關係（Kenney，2017），但美菲關係仍漸行漸遠。

川普總統同樣對日本與南韓兩大盟國有所微詞，不僅因為駐韓與駐日美軍的軍費

分擔問題，川普也對美日與美韓之間貿易不平衡有許多不滿，認為在這樣不平衡的

貿易與軍事合作關係下維持的同盟關係對美國而言是極為不公平的，而經濟貿易

上的平等於美國而言是與軍事合作同等重要的國家利益，因此川普也誓言調整與

南韓、日本在內的東亞盟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在維持軍事同盟的情況下使雙邊關係

更加對等（Cronin，2017）。 

 

然而，看似對同盟國態度苛刻的川普，其仍然肯定同盟國是美國維持區域內影

響力的重要夥伴，甚至開始拉攏更多國家進入美國的同盟與全球夥伴體系之中，

2017年 10 月，時任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於美國知名智庫戰略暨國際研

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發表演說，演說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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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將不僅著重於太平洋區域內的同盟與外交關係，也將把印度洋納入美國的

戰略佈局之中，因此除了鞏固與太平洋週邊盟友的關係外，美國也將與印度進行軍

事、經濟層面的合作，兩國將致力於創造一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此一演說內容

被視為川普「印太倡議」的濫觴。 

 

川普政府所提出印太倡議也與日本安倍晉三首相第二次回任首相後所提出的

「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構想有所雷同，顯示美國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雖然更加

強調與同盟國家、夥伴國家間的對等、公平關係，仍然著重國際影響力的維持與加

強，而隨著國家戰略部署的觸角深入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大地區，美國與區域中強權

中國的互動也備受矚目。 

 

2017 年 12 月，白宮公佈川普總統上任後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在此次報告書中明確指出除了舊有流氓國家如伊朗、朝

鮮等威脅之外，俄羅斯與中國是目前正透過科技、經濟等力量，試圖肖弱美國的國

際影響力，並改變其所建構之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而美國必須透過軍事、

經濟、價值等不同方式來避免由美國所領導的國際現狀遭到挑戰甚至是改變

（Trump，2017）。相對於歐巴馬總統時期較為隱晦地提及中國是美國潛在的競爭

對手，川普總統則更為明確地指出中國與俄羅斯將是美國在軍事戰略與經濟文化

上的敵手，而美國與中國的對抗態勢也趨於明朗。 

 

2018年 1 月，美國國防部公布《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018），

內容中再度提到中國與俄羅斯作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在軍事層面上透過領土

的軍事化（如中國在南海島嶼建立軍事化設施）、以武力或經濟力量脅迫他國等方

式，亟欲改變當前的國際秩序與國際價值體系，並形塑國際環境為對其發展有利的

情況，此一舉動尤其衝擊美國在印太地區主張的開放與自由倡議，因此美國應該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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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更多措施來遏止修正主義國家的擴張，包括具有震懾力量的軍事創新及突破、鞏

固現有的軍事同盟關係、增加與區域中其他國家的嶄新夥伴關係等，才得以使美國

在軍事影響力出現萎縮的時期仍能維持國家安全與經濟上的繁榮（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8），從五角大廈此一報告中也可以看出，雖然川普總統看似對盟

友更加嚴厲，但美國在軍事戰略佈局上仍需要與盟友國家保持穩固關係。 

 

由上所述，可以窺見川普總統在其上任後，強調美國利益優先之餘，對於敵對

國家所造成的國家安全、國際領導地位威脅也有所忌憚，甚至出現了直接起身對抗

的舉措，而在兩大外交目標：「美國利益優先」與「對抗中國崛起」的權衡之下，

川普總統的外交政策也因此時常出現看似矛盾的情況，這一點在美國於東亞國際

事務的處理與政策上亦可見一斑，一方面川普總統期望在經濟與軍事合作的層面

上與東亞盟友達成更為平等、公正的協議與責任分擔，另一方面也期望能夠藉由加

深軍事等各方面的合作，拉攏舊有同盟國家以及新興夥伴國家，藉以合作對抗區域

強權中國，在 2018 年 10 月副總統彭斯在公開演講上指名道姓抨擊中國對美國乃

至全球經濟與民主自由的危害（The White House，2018）後，美國與中國之間相互

競爭、對抗的態勢幾成定局，而在此情況下，亞太地區盟國對美國的支持與信任便

顯得格外重要。 

 

2019年 6 月，美國五角大廈公佈《印度-太平洋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文中重申俄

羅斯及中國對美國所領導的區域與全球秩序持續造成威脅，而美國在印太地區的

利益與周邊盟國的安全均受到中國的挑戰與侵害，美國國防部認為美國勢必須要

透過不同政策工具來維持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與影響力，因此報告書除了宣告

美國將「印太倡議」進一步擴大成為「印太戰略」之外，也提出針對中國不斷在東

海、南海擴大軍事力量影響區域穩定的政策解方：準備（Preparedness）足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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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事力量，透過強大力量進行嚇阻，並聯合盟友國家與夥伴國家共同對抗敵人；

夥伴關係（Partnerships）的經營將是美國對抗中國等敵國的重要工具，因此加強與

日本、南韓、澳洲等盟國的合作關係極為重要；促進並建立網絡型態的區域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透過雙邊、多邊關係的建立與鞏固，使得區域

與美國之間的關聯加深（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9）。 

 

綜上所述，川普總統在其任期前半段之中，最為明顯的外交政策轉變即是將中

國視為區域與全球層面上的重要競爭對手，並期望透過同盟關係、軍事力量嚇阻等

方法，試圖對抗國力大幅提升的中國，尤其在東亞、印太區域之中，美國與盟國面

對中國在周邊海域的島嶼軍事化、大型演習頻仍等種種安全威脅，川普政府勢必得

有所因應，也因此從印太倡議到印太戰略，美國在區域內的著力加深，其與盟國的

關係強度與穩定度更是美國能否如其所期望的持續居於領導地位的重要關鍵，然

而，雖然川普政府在印太戰略中所做出的政策宣示在本文的研究脈絡中可被視為

對盟國安全承諾的加強，但川普政府對於盟國提出較以往更加嚴苛的要求（無論是

軍事或經濟層面上）也屢見不鮮，因此在下一小節中，將透過美國與日本、南韓之

間的關係變化來檢證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是提升或是相較歐巴馬總統時期下

降。 

�

V�cCPi�!<q6'bt:�

 

川普總統對東亞盟國的態度時有矛盾，一方面美國期望與同盟國之間建立更

加對等的關係，一方面又期望仍能透過穩定的同盟關係維持在東亞的領導地位，在

川普總統亟欲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與外交優勢的情況下，美國與日本、南韓兩大盟友

國家的同盟關係也有波動，除了兩組軍事同盟關係所涉及的軍事合作、軍費分擔議

題外，川普總統也格外關注區域中的既存威脅如朝鮮核子問題、中國軍事擴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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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南韓作為第一線面對區域威脅的國家，在外交政策上的選擇與目標也連帶

影響著與美國的關係，以及維繫同盟關係至關重要的共同威脅認知，在川普總統不

段透過經濟、外交等不同手段，期望同盟國家擔負起更多防衛責任或費用分擔的情

況下，美日與美韓同盟關係都相繼出現了不穩定甚至是疏離的現象。 

 

壹、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安倍晉三在回任首相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即被調整回親近美國的老路，對安倍

而言，美日同盟關係是其對外開展外交關係與戰略佈局、對內修改和平憲法與解禁

集體自衛權的重要基礎，美日關係的穩定可說是安倍政權最重要的外交目標，而在

歐巴馬總統主政時期，美日關係強化且雙方均有意願維持同盟關係，而川普卻在選

前屢次提及東亞盟國對美國造成利益損失，因此在川普甫一勝選，安倍立刻著手安

排與川普於紐約進行會面，並於 2016年底與即將上任的美國新任總統進行面談會

議，雖然安倍對外宣稱此一面談不涉及政府事務，但仍可見日本方面對美國政權轉

換與後續美日關係維持的重視，然而在日本此一極力維持同盟關係穩定的表象下，

美日之間事實上仍存在許多矛盾，這些癥結在川普總統走馬上任後一一浮現，使得

原本相對平和的美日同盟關係出現波折。 

 

隨著「美國利益優先」成為川普政權外交政策的主軸，美國與東亞盟國間的權

利、義務關係成為川普所關注的焦點，做為亞洲重要駐軍地的日本，其與美國之間

軍事費用的負擔問題也再度受到注目。川普在競選時即批評盟國對於美國而言是

沈重的負擔，而日本尤其未能善盡盟國責任卻依賴數量龐大的駐外美軍保障國家

安全，此番言論造成美日關係出現波動，美國所給予日本的安全承諾似乎也即將在

川普總統任內出現不穩。在川普總統實際上任後，其便要求日本應該負擔更多駐日

美軍的軍費，或者應該透過購買更多美製武器來提升日本己身的防衛能力，否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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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持續依賴美國提供「廉價且有力」的安全保障（Landler & Hirschfeld，2017）；

川普總統也要求重新檢討美國與日本之間的相關經濟、貿易協定，原因是美日之間

的貿易逆差對美國的經濟發展而言是極為不公平的，這些要求都使得日本國內對

於美日同盟關係產生質疑與憤怒，認為美國是以其安全承諾要脅日本做出軍事與

經濟上的讓步，雖然最終日本同意增加對美軍購支出，將購買美國所提供的戰鬥機

等軍事武器，並且也在 2019 年與美國簽訂全新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但川普政府這些對日本而言有些嚴苛的要求卻也為美日關係

造成影響（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9）。 

 

而川普上任後，另一項衝擊美國與日本之間互信關係的重要政策則是「退出跨

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TPP 談判在

2008 年美國加入後即轉變為美國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合作協定，而日本起初因國內

產業保護政策而並未加入，是在美國歐巴馬總統的極力要求下才決定加入 TPP 談

判，日本的加入被視為美日關係由軍事同盟升級成為全球夥伴關係的重要宣示，雖

然日本在談判中仍堅持農業保護政策而與美國產生爭執，但 TPP 仍是美日關係在

區域與全球經濟貿易合作與戰略佈局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川普總統卻在上任後

即宣布美國退出 TPP 談判，無疑是在安倍親美政策上的一大打擊（Takashi，2018）。

雖然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軍事與外交合作層面，但川普此舉動搖的不僅有美日

之間原有的經貿合作關係，還有美國與日本之間對於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的重要信

任基礎，因此仍可被視為美日關係波動的重要事件。 

 

矛盾的是，在川普政府一連串看似施壓於日本的政策與手段之外，美國與日本

實際在軍事安全與全球戰略的佈局上的合作卻日趨緊密，美國給予日本的軍事支

持也持續加強。2017年 2 月美國政權交替後，新任國防部長 James Mattis 首度訪

問日本，與安倍首相進行會談後發表聲明，除了重申美日同盟條約第五條（美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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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作為防禦同盟，日本受到攻擊時，美國將給予協助）之外，更首度將尖閣諸島（釣

魚台列嶼，台灣與中國均宣稱為其領土）納入同盟條約第五條的日本領土範圍之

中，此舉被視為美國給予日本在尖閣諸島領土爭議中的強力支持（村田晃嗣，2017）。 

 

隨著上一小節所提到的「印太倡議」推動，美國特別強調將積極塑造自由且開

放的印太地區秩序，此一觀點與安倍晉三對印太地區的自由、民主、開放的「亞洲

自由民主之鑽」概念不謀而合，美日雙方也共同宣布將就此目標進行雙邊與多邊合

作，期望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發展更多樣的國際互動關係，致使印太地區繁榮穩定

（Ayres，2018）。2017 年 11 月，川普總統首度訪問日本，訪日期間川普總統也

不斷肯定日本是美國最忠誠且值得信賴的盟友，美國與日本也就朝鮮問題達成共

識，認為加強施壓朝鮮是可行手段（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9），

從此觀之，川普政府雖然在經濟層面要求日本讓步，但在兩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上，

日本仍被美國視為可靠且信任的盟友國家，美方也願意在同盟關係穩定的基礎上

給予更為強力的支持與安全承諾，而對美國而言，日本在區域內的重要性也有所提

升。 

 

而除了在言詞與安保條約上的再加強，美國與日本實際上在軍事層面的合作

也有所進展，2017 年由於北韓金氏政權自年初起一系列飛彈試射威脅南韓與日本

安全並引發半島又一次危機。在此期間，美日同盟的因應與動作也反映了美國捍衛

同盟國安全的決心，2017年 7 月在北韓再度進行飛彈試射並落入日本海海域後，

美國與日本旋即在 7 月 30日與 8 月 16日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目的在施壓北韓並

遏止北韓進一步試射飛彈的企圖（Gady，2017）。 

 

對於日本而言，北韓數次飛彈試射落點均均在日本經濟海域中，造成日本國家

安全的重大威脅，美國透過聯合軍事演習所展現的強硬立場不僅是對北韓的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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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給予日本強而有力的安全承諾保證，而隨著北韓在 8 月起多次因美國與日本、

南韓所進行的軍事演習與國際制裁，進行多次飛彈試射，甚至在 9 月發射飛彈飛

越日本本土威脅日本國家安全之後，除了與日本、南韓進行例行性的年度軍事演習

之外，美國也在 2017 年 12 月與日本、南韓進行聯合演習，演練追蹤北韓彈道飛

彈的相關事宜，此次演習也顯示美國、日本和南韓在北韓軍事情報交換上已有具體

機制（Reuters，2017/12/11），持續不間斷的軍演背後所代表的不僅是美國施壓北

韓的決心，也表明了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穩固，且兩國在面對與處理北

韓核武問題上共識明確，美國也對日本展現了其保護同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並未

降低。 

 

從軍事武器採購來看，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軍事安全合作體系也在川普總統任

期之中獲得強化，2018 年，美國與日本之間敲定九架「E-2D 鷹眼空中預警機

（Hawkeye airborne early warning and control aircraft）」的追加軍售案，是繼 2015

年日本向美國購買四架 E-2D預警機後，再度添購美國所出產的空中預警機（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9），目的在全面汰換原先日本空中自衛隊所使

用 E-2C 預警機隊。2019 年，美國與日本宣布將追加部署兩套陸基神盾飛彈防禦

（AEGIS Ashore）系統於日本自衛隊基地，目的在於強化日本國土的飛彈防禦體

系，避免北韓飛彈造成重大安全損失（Gady，2019），日本也在 2011年到 2019年

間，連續 8度提升國防武器採購預算，預期將在 2019年後增加購買更多美製或美

日合作的軍機、防禦性軍事武器等（Kelly，2019/12/20），軍購的增加與軍事預算

的提升，顯見在東亞安全環境持續不穩的情況下，日本對美國以及兩國同盟關係的

安全依賴將進一步提升，而從兩國持續增加的軍售案而言，雖然美國在川普時期更

加強調同盟關係的對等性，但在日本同意增加軍購預算的情況下，美國仍舊願意提

供安全層面的支持與武器銷售，協助盟國維持國家安全並進一步鞏固同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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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隨著軍事科技的進展以及國際對抗型態的更新，太空、網路領域也

成為美國與日本進行軍事合作的全新標的，2019年 4 月的美日 2+2會議後，美日

發表共同聲明並肯認美日安保條約將進一步涵蓋網路領域，亦即一旦日本遭受網

路攻擊，美國也將介入幫助日本抵禦（日本外務省，2019）。除了網路領域，在美

國於 2019年成立太空軍種後，日本也宣布將與美國進行相關軍事合作，亦即美日

同盟合作關係將擴展至太空範圍（Wright，2020），大抵而言，美國與日本之間的

同盟關係與軍事合作均在近兩年來獲得進展與擴增，美日安保條約所涵蓋的範圍

也大幅增加，可見美日同盟關係的穩定與茁壯。 

 

綜上所述，川普總統雖然十分強調美國利益優先，在經濟層面施加不同壓力於

盟國日本，但在軍事與安全層面上，美日兩國的同盟關係卻是實質加強且鞏固的。

尤其在美國對抗中國的態勢趨於明顯後，日本成為美國圍堵中國勢力擴張的重要

夥伴，也因此美國不僅在印太倡議、印太戰略上與日本攜手合作，美日在軍事上的

聯合軍演、安保條約第五條涵蓋範圍擴增、軍售的增加、軍事合作關係的持續加深

與擴展都再再表明兩國的同盟關係在歷經川普上任初期的短暫風波後仍在穩定發

展的軌道之上，並且持續前進。川普政府在言語與經濟上的施壓除了是為了維護美

國的商業利益外�，更有藉此與日本進行對等合作關係談判的意味，由此觀之，在本

文的研究架構之下，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合作關係在川普與安倍的主政之下，美國給

予日本的安全承諾強度並未出現顯著下降，兩國的軍事合作關係也有所加深。 

 

貳、美國與南韓的同盟關係 

 

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同盟國，南韓在川普總統任期中所展

現的外交政策立場、目標與共同認知均出現了變化。文在寅在 2017年 4 月提前舉

辦的南韓總統大選中順利勝出，在其上任後，南韓的外交政策、南北政策目標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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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變，也使得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面臨全新局面，因此在本時期所論述的

美國與南韓關係與變化，將與本研究在第一章所述的以雙邊軍事合作關係作為同

盟穩固程度評估有所落差，主因是南韓調整了國際外交關係與南北關係的重要性

排序，導致南韓在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上出現了不願意接受的情況，將在以下段落詳

述之。 

 

文在寅在 2017年 5 月上任後，延續其在選戰期間所強調的：南北韓和解、改

善因部署薩德系統而緊張的中韓關係、調整與美國之間的距離等等政策目標，積極

尋求與北韓、中國的溝通對話空間，並且調整朴槿惠時期一面倒向美國的外交政策

（Lee，2017）。然而，韓美同盟在朴槿惠時期中建立了同盟關係確立以來最密切

且穩定發展的合作關係，文在寅倘若一味推翻前朝政策，也將動搖南韓與最親密盟

友國間的信任關係，況且南韓在國家安全與防衛上仍需要美國的大力協助，但南韓

在與美國增進合作關係的同時，薩德系統(THAAD)的部署也引發中國的強力不滿，

對於亟欲調整南韓外交政策的文在寅而言，此一情況是複雜難解的局面，而川普總

統的「美國優先」政策，也對盟友國南韓產生壓力（Nilsson-Wright，2017），在南

韓與美國各自出現外交目標改變的情況下，此一時期的美韓同盟關係也受到衝擊。 

 

對美韓關係而言，北韓核武發展與飛彈試射問題始終是維繫與團結美韓之間

同盟關係的重要關鍵，同時也是影響東北亞區域安全的重大威脅，在川普總統期望

透過強硬手段如增加經濟制裁強度、頻繁軍演、外交上言語逼迫等，試圖將北韓再

度逼上談判桌，使得美國重新奪回半島核武問題的主導權之際（李明，2017：15-

16），文在寅則是認為北韓問題勢必須要透過積極對話與談判解決，因此期望透過

兩韓關係的拉近與和解，軟化北韓的強硬態度，另一方面也期望透過取消薩德系統

（THAAD）的永久部署，改為僅進行機動性較高的暫時性部署，以和緩韓中關係，

藉中國北京當局的介入來共同化解北韓核武問題（李明，2017：38-39）。 



doi:10.6342/NTU202004285

 79 

然而，川普的強力施壓政策卻使得朝鮮半島局勢在 2017年再度陷入緊張，北

韓在 2017年年初起便進行多次飛彈試射威脅南韓與日本安全，此次朝鮮半島危機

使得文在寅的對北和解政策受到強烈挑戰，也使得文在寅對美國在北韓問題上的

強硬立場感到不滿，但在半島局勢一觸即發的情況下，美韓之間仍必須攜手合作。 

 

文在寅在 2017年 6 月訪問美國白宮，與川普總統就美韓同盟的軍事合作達成

進一步共識，美國將解除對南韓政府施加的飛彈彈頭重量限制，使得南韓得以開發

更多抵禦北韓飛彈威脅的反導飛彈，也使南韓在其軍事防禦自主的路上更邁進一

步。川普給予南韓的軍事安全協助不僅於此，在其 11 月訪問南韓後，也宣布考慮

批准南韓海軍引進核動力潛艦的軍售案（Sheen，2017：43），由此可見雖然在北

韓問題上，美韓之間雖有意見不合之處，但美國並未降低給予南韓的安全承諾強

度。 

 

2018年，北韓態度戲劇性軟化，金正恩在 2 月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於首爾進行

兩韓對話，象徵兩韓關係破冰，而美國川普總統在 6 月與北韓金正恩在新加坡進

行歷史性會面，是韓戰之後首度進行的美國-北韓高峰會談，而隨後兩韓、美國與

北韓之間相繼進行多次談話討論半島局勢與核子武器問題，卻未能就「半島無核

化」 達成共識或解決方式，2019年在金正恩與川普在板門店（兩韓邊界）進行歷

史性會面後，北韓仍宣布將持續進行洲際導彈設施的相關試驗，顯示 2018-2019年

中的關係和緩並未帶來實質成果（Asia Unbound，2019）。在軍事安全層面，此次

兩韓、美國與北韓的關係緩和帶來的最大影響則是大型軍事演習的相繼取消，2018

年中美國五角大廈正式宣佈取消美韓年度例行的「乙支自由衛士演習」（Park & 

Cho，2018/06/21）；無獨有偶，2019年初，美國國防部再度宣布將取消春季的美

韓軍事聯合演習（鷂鷹、關鍵決斷演習），外界認為美韓之間大型軍演的取消或推

遲，是為了維持北韓的談判意願（Cooper，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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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美韓之間幾次大型軍事演習的取消，其主要原因是南韓文在寅

政府認為在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上，三方均需要有更為彈性、靈活的空間，因此美韓

兩方在磋商後認為取消軍演可達到安撫北韓、爭取更多談判可能的效果，因而取消

軍事演習（Noerper，2019），所以在本文的研究脈絡中，大型軍演的取消在此事

件上並不是美國降低給予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 

 

而美國與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在北韓問題持續延宕難以解決之際仍有

所進展，在歐巴馬總統任內所推遲的「戰時指揮權」移交，預計在 2021 年完成，

而 2018年起，美軍持續幫助南韓進行移交後模擬演習與初始戰鬥能力培養，避免

南韓在全面獲得戰時指揮權後無法順利運作，同時各項軍事合作與情報交流也並

未停止。 

 

美國在 2019年中後，也陸續批准對南韓的軍售案，再度對南韓出售包含海鷹

直昇機（MH-60R）等尖端軍事設備（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0），顯

示美國仍願意提供南韓安全層面上的協助，然而這些正面措施未必能彌平美韓同

盟關係之間的摩擦（Noerper，2019：39,46），美國在川普總統上任後所要求的貿

易均衡、軍費負擔、軍購增加等，對南韓政府與人民造成沈重負擔，而南韓政府在

貿易協定等雙邊關係上的持續讓步，也造成民意不滿，使得文在寅政府對於修補與

鞏固美韓關係興趣缺缺，而美國在日韓關係破裂時要求南韓與日本和談的態度，也

引發南韓不滿（Jachson，2019：74），因此美韓關係之間的裂痕日趨擴大，南韓政

府甚至考慮不再依賴美國提供軍事設備，並自行發展國防工業（Larsen，2019）。

眾多現象顯示，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變化，在川普與文在寅主政時期之中，

不僅受到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影響，南韓本身的合作意願與外交政策目標出現變

化時，也將影響美韓之間的同盟關係穩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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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韓同盟鞏固雙邊關係所面臨的阻礙，除了日韓關係、北韓問題之外，另一顆

巨大的絆腳石即是中國，隨著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對抗態勢愈發明顯，亟欲改善與中

國關係的南韓政府，便成為了夾在兩強之間的夾心餅乾。文在寅上台後，強調南韓

與中國需要建立順暢溝通的外交關係，同時南韓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對南韓經

濟而言也至關重要，換言之，要加入美國所帶領之對抗中國的陣營，並且與中國再

度關係惡劣，將造成南韓經濟損失，而原先期望透過中國調解半島局勢的期待也勢

必破滅，對文在寅政府而言，一面倒向美國陣營是不可能的（Jackson，2019：72）。 

 

另一方面，南韓與美國之間相當不對稱的國力、軍力，造成南韓對同盟關係有

所懷疑，一方面需要美國協助維持國家安全，一方面卻認為美國藉同盟關係影響南

韓的外交政策走向，對美、日、韓體系也充滿不信任感，使得南韓始終對美國所給

予的安全承諾有所懷疑（Bong，2017：52-55）。隨著川普政府推出印太倡議，南

韓雖然依舊是美國極為重要的同盟夥伴，然而其外交政策立場的擺盪、對美國安全

承諾的懷疑，使得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出現變數，動搖的同盟關係又反過頭

加深了南韓的焦慮及恐懼，在認為可能被美國所拋棄的情況下，南韓的恐懼與對美

國的質疑，為美韓同盟關係蒙上陰影。 

 

綜上所述，相較於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同盟關係在川普主政時期穩健前進，美國

與南韓之間的同盟穩定度在此時期則遭遇波折，文在寅上任後所強調的外交平衡

政策，在美國與中國對抗態勢日漸明朗、北韓拒絕放棄核子武器的情況下，南韓非

但難以保持在大國之間的外交均衡，也難以就半島無核化、兩韓和解（甚至是統一）

的議題與北韓保持良好關係。而美國雖然在川普總統主政下更加強調經濟貿易、軍

費負擔比例的對等，但從增加軍售項目、在北韓議題上態度配合南韓而軟化等等，

顯示美國仍然願意與南韓維持良好且穩定的同盟關係，而在美國透過各種外交與

軍事手段期望提升在印太地區影響力的情況下，南韓仍是美國重視且不願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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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與夥伴國家，換言之，在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架構中，美國對南韓所提供的安全

承諾強度沒有降低，但在南韓持續態度搖擺、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任降低的情況

下，此時期的美韓同盟關係實際上是陷入低潮的。 

 

川普總統在上任後仍強調美國應該更加維護己身的國家利益、與其他國家建

立平衡且對等的夥伴關係，在「美國優先」的政策的推行下，的確對東亞兩大盟國

造成負擔與疑懼，但隨著印太倡議的提出、對抗中國的情勢明朗化，美國需要日本

與南韓在印太地區共同面對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挑戰，也因此願意透過不同軍事合

作手段提升同盟關係，同時也給予盟友國更為穩定的安全承諾。美國與日本的關係

雖然仍因貿易協定的重新談判而出現風雨，但大體而言仍是穩固且有所強化的同

盟關係，美日安保體系也隨著適用範圍的逐步擴大，漸漸轉變為全球性的戰略夥

伴。而美國與南韓之間，在川普主政初期，最主要的關注重心是解決北韓核子武器

問題，但隨著北韓問題再度停滯不前、對中國的忌憚，美國仍願意在軍事安全層面

給予南韓幫助，並且強調美韓同盟的重要，但南韓文在寅政府陷入的外交尷尬情

況，使得美韓同盟關係出現低潮。 

 

上述也回應了本文所提出的第三個研究問題，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調整代表

著其在「對抗中國」的目標之下，為了加強與盟國的安全合作關係，並未在「美國

利益優先」的議題上對盟國緊逼不捨，而以本文的研究架構而言，美國給予日本、

南韓的安全承諾強度並未降低，但三國互動體系中所出現的變化，會在下一章中討

論。 

�

V�c�!i<q6t:�

 

在歐巴馬總統任期最後，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出現了歷史性進展，對北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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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互換協定（GSOMIA）的簽署，雖然是日本與南韓在二戰結束後首度簽署軍事合

作層面的協定，但日本與南韓之間的外交關係仍受限於歷史問題，難有更近一步的

進展。隨著南韓新任領導人文在寅 2017年上任，其鮮明的反日立場也使得日韓關

係冷淡，而美國在川普政府的領導下，其政策也未如歐巴馬政府一般，做為和事佬

撮合日韓雙方，導致日本與南韓的關係未見突破，最終漸行漸遠，甚至來到了關係

破裂的邊緣。 

 

隨著川普總統對印太地區的重視，東亞盟國對於美國來說，重要性不減反增，

鞏固同盟也成為要務，在美國安全承諾強度提升的情況下，從車氏的假說出發，日

本與南韓之間的關係會因此而陷入低潮，且在美國缺乏調停意願的情況下，日本與

南韓的雙邊外交互動可能更加冷漠，而實際上日本與南韓之間首腦與外交高層的

互動情況也的確沒有出現熱絡的跡象（見表 4-1）。 

表 4-1 

2017-2019日韓高層互動統計 

年份 日韓領導人互訪

與會談（實際會

面） 

日韓領導人電話會談 日韓外交部長會談 

2017 2 9 13 

2018 3 2 7 

2019 1 0 10 

（單位：次數）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17-2019，〈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與上一章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相比，日韓之間的外交高層互動在 2017年雖有

增加跡象，但仍是以電話會談居多，受限於電話熱線，雙方多半僅簡單進行意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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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難以討論重大合作事項，當年度 6 月後所進行的 8 次電話會談多半是就北韓

飛彈試射與朝鮮半島緊張情勢交換意見，並強調雙方應該在北韓問題上攜手合作

（但除了 GSOMIA之外，並無實質性合作事項）。 

 

兩次首腦的實際會面是藉 G20峰會與東方經濟論壇機會，在 G20會議期間所

舉行的日韓領導人會談是南韓文在寅在上任後首度與日本安倍晉三進行領袖會談，

會間雙方強調在北韓問題上應該共同尋求解決辦法，也期待能透過增加雙邊交流，

化解日韓人民對彼此的誤解與惡意，並確保區域中的和平（日本外務省，

2017/07/07）；而在 2017東方經濟論壇會面的兩國領袖，除了再度討論朝鮮半島危

機情勢以外，也談到了日韓之間因歷史問題所起的齟齬，安倍強調日本已善盡賠償

與道歉的立場（日本外務省，2017/09/07），由此可見文在寅對日韓歷史問題的在

意已經使得日本方面感到困擾。 

 

2018 年是日韓關係急轉直下的關鍵點，此期間日韓雙邊的外交對話與互動，

除了同樣注重朝鮮半島局勢變化以外，歷史問題也成為對話主軸，2 月安倍晉三藉

平昌冬季奧運機會訪問南韓，除了北韓問題以外，日韓領導人在談話時再度聚焦於

日本二戰時期徵用南韓青年的徵用工問題，日方也重申日韓已經就歷史問題在朴

槿惠時期達成「最終且不可逆轉」的協議，要求南韓應該遵守雙邊協議（日本外務

省，2018/02/09），而在後續兩次會面與電話會談中，日韓之間也不斷就慰安婦、

徵用工等歷史問題進行討論（日本外務省，2018/05/09 & 2018/09/25），雖然雙方

都強調日韓之間應該持續發展穩定友好的外交互動關係，但很明顯地，歷史仇恨仍

是橫亙在雙方之間的巨大鴻溝。 

 

而本研究所使用的另一項日韓雙邊關係指標：日韓安保對話，也顯示出日韓關

係陷入谷底，2018年 3 月，時隔三年再度舉辦的第十一屆日韓安保對話成為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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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唯一一次舉行的雙邊安保對話，此次安保對話中，日韓國防官員就美、日、韓三

邊的軍事合作進行意見交換，並強調北韓問題仍須透過共同合作解決（日本外務

省，2018 & 朝日新聞，2018/03/16），但隨後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急轉直下，關

係交惡的雙方再無舉行安保對話。 

表 4-2 

2013-2016日韓安保對話統計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2016-2019，〈大韓民国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 

 

2018年 10 月底，南韓最高法院判決認定日本多家在二戰時期使用過徵用工制

度的企業必須就此事負起賠償責任，告訴方的律師團甚至要求法院凍結這些日本

企業在南韓的資產以施壓其負起責任，此次判決再度引發日本與南韓間就徵用工、

慰安婦等歷史問題的爭論，日本認為日韓雙方早在 2015年就已經就相關歷史問題

達成共識與解決，而 1965年所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財産及び請求権に関する

問題の解決並びに経済協力に関する日本国と大韓民国との間の協定）也已經載

明了相關賠償的辦法，南韓法院的判決無疑是違背雙方協定的無效判決，而南韓法

院則認為雙方在 2015年所達成的協定是針對慰安婦問題，在徵用工問題上，日韓

雙方並未協調出適切的賠償責任歸屬與安排，而 1965年的協定也不應被視為最終

解決方式（日韓請求權協定並未提及「個人索賠權」），因此南韓方面認為日本與

日本企業應該賠償，南韓政府也表達了尊重法院判決的看法，引發日本政府與國內

年份 日韓安保對話 

2016 無 

2017 無 

2018 第十一回 

2019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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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反彈（Hurst，2018）。在雙方政府無法再度就徵用工問題達成共識的情況下，

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在此後進入緊張，而文在寅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強硬，認為

日本不應持續推卸責任，日本安倍政府也表達了厭倦南韓反覆透過歷史問題撕裂

日韓關係的看法，並期望南韓政府能夠妥善處理此次判決以及隨之而起的日韓雙

邊關係緊張（Yamagichi，2018），然而卻事與願違，日本與南韓之間的摩擦愈演

愈烈。 

 

2018 年底，在日韓關係持續緊張之際，12 月 21 日日本防衛省召開記者會，

宣稱 20日下午日本海上自衛隊巡邏機在進行任務時遭到南韓海軍驅逐艦雷達多次

鎖定瞄準，日本防衛大臣也批評這樣意圖不明的瞄準行為可能引發雙方出現不必

要且危險的軍事衝突事件，然而南韓軍方僅承認在事件當下的確使用了射控系統

雷達，但並無瞄準日本軍機，隨後南韓外交部又在 24日改變說詞，強調雷達瞄準

事件是不存在的，批評日方就不存在的事實挑起雙邊爭端極為不智，引發日本政府

強烈不滿，並在 28日釋出自衛隊巡邏機在事件發生時所拍攝的照片（Panda，2019），

在此事件上雙方對話沒有交集、各說各話，無疑對已經觸礁的日韓關係再掀波瀾。 

 

2019 年伊始，日本與南韓關係由於雷達瞄準事件仍未回溫，雙方外交互動降

到冰點，情況持續直到 6 月在日本大阪舉辦的 G20 高峰會，安倍晉三與文在寅雖

然在會議上碰頭，但僅短暫握手表示禮貌，並無更多交流與會談，顯示雙方均無改

善惡劣關係的意願。日本在會議結束後不久的 7 月初限制與半導體、面板產業相

關的三項重要原料（含氟聚醯亞胺、光阻劑、蝕刻氣體）出口至南韓，引發南韓強

烈反彈，認為日本是針對南韓經濟命脈的科技業進行施壓。然而日本面對南韓政府

的抗議並未停止相關措施，更在 8 月初宣布將南韓自貿易安全國名單（貿易白名

單）之中移除，出口至南韓的商品若被懷疑有所疑慮，日本政府相關單位即可要求

留置、審查，對日本與南韓之間的商品貿易造成阻礙，南韓為了反制日本政府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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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也在幾日後宣布將日本自貿易白名單之中移除，至此日韓的雙邊爭端正式從歷

史仇恨問題演變成兩國的政治外交與經貿對抗（Kim，2019），雖然本文主要討論

的日本與南韓之間的軍事安全合作關係，但本次日本與南韓之間的貿易戰主因是

兩國原有的歷史仇恨問題，而日韓貿易戰是一種政治性報復手段，且貿易戰的出現

也引發兩國間軍事安全合作關係的動搖，因此仍可被視為雙方關係交惡的重要線

索。 

 

2019年 8 月底，南韓青瓦台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決議將終止 2016年與日本所

簽訂的軍事情報分享協定（GSOMIA），符合 GSOMIA 內容中所載明在中止協定

前 90日通告對方國家政府的規定，因此若無其他意外，南韓的決定已經等同於撕

毀 GSOMIA，日本與美國對於南韓撕毀協定的舉動均表示大為震驚，但文在寅政

府的態度堅定，認為在日本對南韓持續進行經濟報復的情況下，終止 GSOMIA是

合理且保護國家利益與安全的做法，然而在北韓問題持續懸而未決、美國與中國之

間的關係也急轉直下的情勢下，南韓此舉不僅動搖了日韓之間的信任與安全合作

關係，更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佈局（Smith，2019：103-104）。 

 

美國在日本與南韓關係交惡初期並未採取強烈介入手段調停，然而在南韓宣

布毀棄 GSOMIA後，美國才真正決定介入日韓此次爭端，美國國防部印太防衛事

務助卿（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do-Pacific security affairs.）在 Cha的

訪問中提到，美國期望日本與南韓在歷史問題上的爭論能與軍事安全合作事務分

離，而 GSOMIA的存在不僅是維護日本與南韓國家安全的重要關鍵，也將影響美

日韓三國互動關係的穩定（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9 ）。 

 

在美國介入後，南韓在協定終止的前一天，2019 年 11 月 22 日宣布將維持

GSOMIA，雖然外界普遍認為是川普政府在與南韓進行駐韓美軍軍費談判時，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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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進行施壓，使南韓在考量美韓同盟的穩定與區域情勢後，才勉強同意留在日韓

GSOMIA之中（Rich & Wong，2019/11/22）。 

 

從日本與南韓關係近年兩次惡化（2012年南韓李明博登獨島、2018年徵用工

判決爭議）均仰賴美國出面調停、施壓兩國的情況來看，日本與南韓的外交與安全

合作關係在實質上仍然冷淡且陷入低潮，雙方雖然仍願意保持對話與簽訂

GSOMIA，但並非是出自雙邊關係的和緩或和解，而是在共同盟友美國的壓力之下

不得不為之，2019 年底，日本與南韓領袖在中、日、韓高峰會上進行徵用工判決

爭議出現以來的首次首腦會談，會中雖然均強調雙邊將持續對話、合作，使區域情

勢穩定，但仍未見更進一步行動（日本外務省，2019/12/24），由此觀之，日本與

南韓的雙邊關係短期內仍難以修復。 

 

在 2017 年-2019 年的日韓關係，單純機械性的層面上仍符合車氏假說中所提

到的：美國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上升後，日本與南韓的關係摩擦便會增加，隨著川

普政府在 2017年末提出印太倡議，美國對於東亞盟友的重視程度提升，日本與南

韓的雙邊關係即進入摩擦較多的寒冬時期。對於自歐巴馬總統主政時期即不熱絡

的日韓關係而言，2018 年徵用工賠償問題所引發的外交、經濟、軍事合作領域的

爭論、摩擦，對雙邊關係影響甚鉅，造成的損失也不僅限於經濟層面，還擴及了日

韓雙邊的信任關係、兩國對對手國家的觀感等，可能持續損害未來的日韓雙邊關

係。 

 

然而，實際上在川普總統執政時期的美、日、韓之間的互動，其解釋邏輯已經

改變，由於車氏在其研究時間區段中，美國與日本、南韓的共同威脅認知並未出現

變化，因此僅需要觀察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的變化，但在川普總統主政期間，美、日、

韓三國之間對於外在威脅的共同認知已有所改變（將在下一章進一步討論），北韓



doi:10.6342/NTU202004285

 89 

與被美國視為競爭對手的中國所帶來的威脅，未必能夠再度促使美、日、韓進一步

團結與合作對抗威脅來源。 

 

另一方面，歷史仇恨問題在近年的日韓爭端中往往是重要的導火線，並且其嚴

重性有日漸增加的情況，與車氏傾向將日韓之間的歷史仇恨問題視為較為穩定、不

變的背景因素有所不同，從慰安婦問題到徵用工賠償，歷史問題漸漸成為日本與南

韓關係難以前進甚至是持續惡化的主因，顯示此問題可能實際影響南韓政府的外

交決策。 

 

綜言之，日韓關係在近十年的變化仍能符合車氏所提出的假說，但隨著美國對

抗中國的政策強度提升、日本與南韓的外交自主能動性提升等等情勢轉變，國際環

境已與車氏所討論的冷戰背景有巨大不同，也導致了維持美、日、韓互動關係的主

要前提：「對外共同威脅認知」出現變化，因此下一章節將就這些變化進行討論，

藉以補足 Cha假說中未能涵蓋的情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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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氏的假說之中，美國、日本、南韓之所以可以透過兩組雙邊同盟關係以及

一組「準同盟」關係進行互動與合作，乃是因為美、日、韓三國之間存在對外部敵

人的共同認知（common recognition），也就是說美、日、韓之間存在必須合作對

抗的外部威脅，這些威脅國家的存在促使三個國家在國家安全議題上互相依賴，換

言之，共同威脅認知是維繫美、日、韓三角關係的重要力量，然而，隨著國際環境

與外交政策方針的改變，此存在於美、日、韓之間的共同認知也出現了變化。 

 

V�c�q1X*6H4=I�

 

自 1953 年韓戰結束，朝鮮半島依北緯 38 度線分裂為南、北韓以來，北韓所

採行的獨裁政體、1990 年代開始發展的核子武器，使其成為東北亞區域安全體系

所面臨的重大威脅，在蘇聯解體、冷戰落幕後，北韓也成為美日、美韓同盟關係中

最主要的共同敵人，但在處理北韓問題上，美國雖然是聯盟體系中的主導者，但由

於南韓與北韓之間複雜的情感與政治問題，使得美國與南韓未必能在北韓問題上

維持立場一致；而與朝鮮半島相隔著日本海的日本，在北韓問題上往往扮演著協助

者的角度，但隨著北韓飛彈技術發展，北韓對日本所造成的國家安全威脅程度提

高，使日本在北韓問題上必須更加仰賴美國的幫助，因此通常會跟進美國的政策立

場，而對朝核問題的政策立場搖擺程度不同，也成為影響美韓、美日關係的重要原

因。 

 

自 1990 年代美國開始懷疑北韓具有發展核子武器意圖後，美國即透過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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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制裁、經濟與建設援助等手段，試圖誘使北韓放棄核子武器研發，然而 2005

年，北韓透過官方電視台對外宣佈其擁有核子武器，隨後開始一連串的武器試驗，

使得美國的對北韓外交政策正式由遏止北韓擁有核子武器，調整為透過外交、制裁

等手段迫使北韓放棄已經擁有的核子武器技術，並將政策目標設定為朝鮮半島無

核化（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8），2008年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主要期望

透過重啟「六方會談」嘗試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並堅持朝鮮半島應該「無核化」，

南韓在李明博上任後也附和美國所提出的朝鮮半島無核化要求，導致兩韓關係惡

化（李明，2013：19），但總體而言，在李明博執政時期的美、韓以及日本對於北

韓的態度與要求是一致的；2012 年，朴槿惠就任南韓總統，朴槿惠認為兩韓應在

北韓拋棄核子武器的前提下進行交流（李明，2013：3），也因此朴槿惠執政時期，

南韓仍未偏離美國對北韓的外交政策立場。 

 

2017 年，文在寅代表南韓共同民主黨競選南韓總統勝選，在其競選與上任之

初即強調南韓的對北政策應該延續金大中、盧武鉉執政時期的和平政策，與北韓進

行交流與建立互信基礎，認為李明博與朴槿惠執政時期一味跟隨美國施壓北韓的

政策無法真正解決兩韓問題以及北韓核武問題，在此強硬手段下也僅會迫使北韓

拒絕與美國、南韓進行談判（Lee，2017）。 

 

隨著川普總統加強制裁北韓，南韓的對北政策也與美國逐漸出現不同調的情

況，文在寅的兩韓政策強調和平交流、積極對話，並期望透過兩韓相互合作建立半

島的永久性和平機制，並透過此和平機制進一步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以及使兩韓統

一得以水到渠成，在適當時機完成半島統一（Moon，2019：10-11），但誠如上一

章節所述，川普總統在 2018-2019年與北韓金正恩談判未果後，其對北韓的政策再

度轉趨強硬，與文在寅所堅持的交流、和解有所差距，而文在寅在謀求兩韓統一上

的堅持態度，也標誌著南韓在文在寅政府的領導之下，對北韓的敵意下降，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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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政策立場上出現與美國不同路線的情況，換言之，在對北韓的共同敵人認知

上，南韓已經逐步顯示出與美國、日本不同的態度，此一立場轉變也將影響美國、

日本、南韓三國的同盟體系。 

 

在對北韓的認知上，美國與日本自北韓擁有核子武器以來均是將北韓定位為

威脅、敵人，尤其在北韓的核子武器、洲際飛彈技術日漸提昇並頻繁進行試驗後，

美國與日本更將北韓視為破壞東北亞安全環境的主要原因，也因此美國與日本在

對北韓政策的立場通常保持相同，但與北韓接壤，與北韓具有民族、文化情感的南

韓，則在文在寅主政後出現與美、日不同的立場，雖然南韓仍然強調朝鮮半島應該

往「無核化」方向前進，但文在寅政府對北韓的和解政策與美、日的軍事、經濟施

壓制裁有所不同，文在寅也強調南北韓的統一是其亟欲奮鬥推行的目標，顯示南韓

已經逐漸改變對北韓的敵我認知，此改變不僅將改變南韓的對北政策，也將造成美

韓同盟體系的變化，在北韓核武問題陷入僵局的情況下，美韓同盟在對北韓政策不

同的情況下將如何前進，將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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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中國自 1979年建交後，隨著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等各方面持續發

展並對外國發揮影響力，美中關係也隨之轉變，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所建立的國際秩

序受到中國國力大幅提升的挑戰，同時中國在其領土邊界、領導與經濟海域內的軍

事擴張也對區域中的安全環境造成影響，此一情況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之中逐

步明顯，在歐巴馬總統致力於推動重返亞太計畫的同時，美國與中國在軍事戰略、

貿易經濟、外交方面的權力競逐也逐漸明朗，雖然歐巴馬總統並未公開且指名道姓

的點出中國將是美國在 21 世界最主要的競爭國家，但其在東亞區域之中與同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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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合作，以及在南海海域增加的軍事力量部署，都顯示美、中之間的關係已出

現本質性的改變，然歐巴馬總統任內所推動的重返亞太政策並非是為了圍堵崛起

中的中國（何思慎，趙春山編，2015：11-12），而是穩固美國在亞太區域中的實

質影響力，換言之，在歐巴馬總統主政時期，美國與中國的互動關係雖然出現變化，

但並未進入全面對抗的狀態。 

 

2017 年川普總統上任後，其首先透過「美國優先」政策向各盟國要求平衡貿

易逆差、增加盟國負擔駐外美軍費用的比例，隨後不久也將矛頭指向了長期與美國

之間有貿易不平衡問題的中國，同時也在其國防與軍事類報告中直指中國將是美

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 2017年底美國印太倡議的提出，其目的也被認為是為了制

衡中國在印度洋、太平洋日益擴張的軍事力量，而 2018年中所開始爆發的一系列

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稅、貿易逆差等經貿爭端，除了象徵美國在經濟上不再容忍中

國等國長期利用低關稅、低價格的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之外，也代表著美國與中國之

間的對抗號角已然吹響，中國正式成為美國所認為的，對國家安全與國際外交秩序

的構成威脅的競爭者（Glaser &Flaherty，2018：22-23）。 

 

伴隨著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戰展開的對抗局面，標誌著美國的對華政策已

經由和平共處轉向為全面對抗，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也成為川普政府對抗中

國的第一線，第四章中提到的美國於 2018年起陸續加強與日本、南韓間的同盟關

係，以及增進與印度、澳洲的軍事合作，均代表美國除了增加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以外，拉攏盟國以對抗中國也是重要的政策目標，川普總統在 2018年後的政策也

表明，對抗並透過盟友國家圍堵中國已是超越「美國優先」的重要外交目標，尤其

在經濟、軍事層面上，美中的對抗局面已清晰可見。 

 

而在美國與中國對抗的態勢日益明朗後，美國在東北亞的兩大盟國日本與南



doi:10.6342/NTU202004285

 95 

韓，其二國與中國的外交互動關係也成為外界矚目的焦點，倘若美國期望透過盟友

的力量共同制衡中國在區域內漸增的影響力，則日本與南韓將會是美國最主要可

以依賴的夥伴，但在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上，日本與南韓仍舊出現了分歧。 

 

日本在安倍晉三的領導下，其外交政策多半與美國相近，同時不斷加固的美日

安保體系也成為日本對外發展軍事合作的重要基礎，而中國在周遭海域不斷擴增

的海軍力量、與日本舊有的領土爭議（如釣魚台列嶼）、日軍侵華歷史鎖帶來得仇

恨，種種因素都使得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存有隔閡，而日本在面對中國軍事實力提升

的憂慮則使其更加依賴美國所提供的安全承諾，且由於地理的鄰近性，日本在 2005

年便已經將中國視為新興威脅來源，認為中國在東亞海域內的軍事擴張將威脅日

本的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因此雖然日本其防空體系、反導彈系統的部屬等都是主

要針對來自北韓的飛彈威脅，但中國仍被日本國防當局視為可能威脅日本與東亞

區域安全的新興強權（Wong，2015：1250），雖然日本與中國之間同樣存在重要

的經貿合作往來，但在軍事安全的層面上，日本顯然與美國存在更加緊密的互動關

係，在對抗中國軍事力量擴張的層面上，美日的腳步一致。 

 

另一方面，南韓的情況則顯得複雜許多，朝鮮半島直接與中國領土接壤，而影

響南韓國家安全的北韓則與中國保持著友好的外交關係，南韓自六方會談架構形

成以來，即有透過中國斡旋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意圖，而小布希總統與歐巴馬總統

在北韓核問題上的停滯不前，也使得南韓將希望轉移至中國政府，而北韓威脅一直

是維持美國與南韓關係的重要因素，當中國得以透過北韓問題獲得南韓政府的重

視，再加上南韓對於美韓同盟關係的懷疑、對於美日同盟的猜忌以及對未來強權關

係不明確性的恐懼，使得南韓持續希望保持在美國與中國兩大強權中的平衡關係，

以躲避可能的風險與威脅（Kuik，2015），雖然南韓在面對中國的軍事擴張威脅時，

仍傾向於向美國尋求軍事安全承諾，但由於中國與南韓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是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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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南韓經濟的重要命脈之一，導致南韓在外交政策上仍期望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

避免遭受中國的經濟手段報復，因此南韓與日本在對中政策上逐漸顯露出不同

（Wong，2015：1265-1266），而日本、南韓與美國是否能夠在對中國的外交政策

上建立起共識，形成得以鞏固同盟互動關係的共同敵人認知，在南韓態度與意向尚

未明朗的情況下，仍有待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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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南韓自 1965年簽訂《日韓基本關係協定》後，外交互動的正常化並未

帶來雙邊關係的明顯改善，日本與南韓之間由於殖民歷史、領土爭議等問題，縱使

共同擁有美國此一重要盟友國家，卻仍舊無法真正和解並且合作面對區域內的安

全威脅與國際情勢轉變，而在第二至第四章，本文已經透過車氏所提供的假說，探

討了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變化將影響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互動，而在此處，則期

待透過補充說明日本與南韓人民對彼此的認知與觀感，使得日韓關係互動的影響

因素更為完整。 

 

根據日本非營利組織「言論 NPO（The Genron NPO）」長期針對日本與南韓

民眾做出的民調顯示，日本與南韓民眾對於彼此的正、負面觀感在近幾年中出現了

微妙的變化，在日本的民意調查中顯示，對南韓抱有正面觀感的民眾占比逐年下

降，抱持負面觀感的民眾占比則逐年攀升，近一步細究原因後，對南韓抱持負面觀

感的日本民眾多數認為南韓仍不斷重提二戰期間與殖民朝鮮半島時的歷史問題，

並藉以要求日本道歉與賠償，是讓他們對南韓抱持負面看法的主因，另一方對於南

韓抱有正面觀感的日本民眾則認為韓國影劇與娛樂產業的興起、消費文化（2019年

新增選項）都讓其深受吸引，因此對於南韓的觀感較為正面；而在南韓的情況則相

反，在接受調查的南韓民眾中，對日本抱持正面觀感的佔比在近年來有所提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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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負面觀感的民眾占比則逐年下降，而對於日本抱持負面觀感的民眾多數認為

是由於日本並未就歷史問題做出妥善的補償與道歉，以及日本與南韓在領土爭議

上的互不相讓，是導致南韓民眾難以對日本抱有正面想法的主因，而比例逐漸上

升，對日本抱有正面觀感的南韓人則認為原因是日本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就以及人

民的親切友善，使其對日本抱持正面想法（The Genron NPO，2019），換言之，日

本與南韓民眾在對彼此的觀感上出現了反轉跡象，隨著交流增加，雖然抱持正面觀

感的比例仍不超過 4 成，日本的經濟發展成果與文化已逐漸使得南韓民眾對其觀

感改變，而對於日本民眾而言，南韓多采多姿的娛樂產業以及與日本不同的文化風

采，是嶄新且有趣的體驗，但是更為明顯的事實是，歷史問題仍是橫亙在兩國之間

的巨大鴻溝，而歷史問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僅僅大幅影響南韓多數民眾對於日

本所抱持的看法，也逐漸開始扭轉日本民眾對於南韓原本的良好印象。 

 

而歷史仇恨以及殖民歷史影響的不僅僅是兩國人民對彼此的觀感，同時也是

影響兩國人民敵我認知的重要因素，從「言論 NPO」所釋出的調查結果而言，日

本與南韓民眾對於「敵國」的認知有所差距：日本民眾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前

三個國家分別是北韓、中國以及俄羅斯，然而南韓民眾卻認為除了北韓與中國以

外，日本也是可能造成軍事安全威脅的國家之一（The Genron NPO，2019），雖然

民意所顯示的敵我認知未必會完全影響並主導政府決策，但在民主國家中，民意仍

是支持政府政策的主要支柱，在南韓民眾仍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抱有疑慮的情況下，

南韓政府的對日政策勢必受到影響，日本與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也難以持續

前進。 

 

在車氏的假說中認為歷史問題是存在日本與南韓關係中的背景因素，但並非

是影響日本與南韓準同盟關係的主要原因，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才是影響

兩國關係的最主要變項，但事實上，歷史問題所帶來的影響在近年來有逐漸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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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由於南韓政府與人民仍相當在乎日本在二戰前後為朝鮮半島所帶來的傷痛，

因此南韓難以建立與日本之間的互信友好關係，而從日本的角度出發，日本政府與

人民顯然已經厭倦了一而再為了改善日韓雙邊關係，不斷就歷史事件道歉、賠償與

爭論不休。 

 

在上述情況交織之下，導致了日本與南韓雖然在 2016年於美國的斡旋之下簽

訂了 GSOMIA，仍在 2018年底因為徵用工判決問題引發日韓貿易戰，並進一步撕

裂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不僅是軍事安全合作停擺，其他外交互動與經貿交流也

幾乎陷入冰點，在歷史問題難以解決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恐怕難以建立良好且穩

定的互動關係。 

 

V�c�_�

 

在美國、日本與南韓的同盟體系之中，自冷戰後持續存在的共同敵人北韓仍是

三國必須合作對抗的主要威脅來源，而美國自調整外交政策期望遏止中國崛起並

與其爭奪國際領導權以來，美中對抗的局面也使得東北亞的安全秩序受到挑戰，因

此美、日、韓之間是否能就中國再度形成一共同的威脅認知是未來必須持續觀察的

重點事項；而南韓在對北韓外交政策上的搖擺、對兩韓統一的期望都將影響南韓是

否仍願意與美國、日本共同抵禦來自北韓的安全威脅；另一方面，在南韓持續對日

本抱有防備與敵意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的準同盟關係即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雖

然至今日韓之間並未出現相互敵對的情況，但由於共同威脅認知的改變，仍可觀察

到三國在外交政策上的調整已經造成同盟體系的動搖，而一旦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持續惡化，在此美中對抗的架構中，美、日、韓三國的互動關係也勢必會因為上述

因素持續出現變化，同盟體系是否能夠持續維持穩定並且合作對抗外來威脅仍是

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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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2019年間，美國、日本、南韓都歷經了領導者的改變以及外交政策的

調整，而對於期待重新確立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美國而言，歐巴馬總統以及川普總

統的外交政策無一不是為了提升美國在亞太甚至是印太地區的國際影響力，並且

維護美國在區域中的經濟、軍事安全利益。 

 

對於南韓與日本而言，美國的外交政策調整直接衝擊著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

諾強度，對於在軍事防衛上相當依賴美國的日、韓而言，美國的安全承諾代表的不

僅僅是同盟關係的穩定，更深深影響著兩國的防衛安全體系以及其所處的區域安

全秩序，隨著美國的國力萎縮，日本與南韓的外交政策也趨向力求自主與平衡，美

國、日本、南韓三國的同盟與準同盟體系在近十年內面臨轉變與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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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架構是車氏於 1999年出版“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一書中的假說一，即「美國的安全

承諾強度將影響日本與南韓之間的雙邊關係」，車氏認為當美國的安全承諾強度提

升，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則會出現摩擦，反之則亦然，而本文在第一章中所提出的三

個研究問題包括： 

（一）在歐巴馬與川普主政時期，車氏的理論假說是否仍能夠描述日韓關係在

2009 年後經歷美國外交政策調整與同盟安全承諾強度變化下所產生的變化，並與

其假說的結論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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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而符合或者不符合間，其三國互動關係所面對的背景因素是否產生變化？ 

（三）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川普主政時期出現重大變化，在中國成為美國最大

戰略對手之後，積極的拉攏東亞盟友國家共同對抗中國的政策目標其重要性是否

將凌駕川普總統所追求的提升美國單邊利益目標？ 

三個問題均已在本文前幾個章節之中獲得充分討論與檢證，因此本小節將簡述研

究發現與成果。 

 

壹、針對第一個與第二個研究問題的研究發現 

 

一、歐巴馬總統執政時期 

 

在歐巴馬總統執政的初期，由於中東事務繁雜，雖然歐巴馬總統不斷強調亞太

地區的重要性，但仍無法實質性的將外交重心轉移至東亞，但隨著中東戰事趨緩，

美國透過重返亞太政策加深與東亞盟國、亞太地區的連結，一系列深化同盟關係與

軍事合作的政策，使得美國與日本、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均有所鞏固，在美

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強度提升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之間也正如車氏的假說所提

到的，出現了較多摩擦與紛爭，也使得日本與南韓關係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前

半時間陷入冰點，雖然後期在美國的強勢介入之下，日本與南韓仍簽訂了軍事情報

互換協定 GSOMIA，但總體上，歐巴馬總統執政時期的美、日、韓關係仍符合車

氏所提出的假說。 

 

二、川普總統執政時期 

 

2017 年初，川普上任美國總統，其對於美國國家利益的保護、經濟貿易關係

的平衡、盟友關係的對等都有其堅持，也因此在川普總統執政之初，其對於盟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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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有些嚴苛，除了要求重新與日本、南韓談判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也期望

日本與南韓在駐外美軍的費用負擔上能承擔更多比例，同時也希望日、韓能在防衛

國家安全的層面上付起更多責任，這些要求看似動搖且降低了美國所給予的安全

承諾。 

 

但實際上川普政府對於東亞盟國的重視並未減少，除了增加軍事合作之外，軍

售增加也代表著美國僅是轉變了舊有的政策，改為透過提升盟國己身的防衛能力

來協助盟友國家抵禦外來威脅，也因此雖然川普總統執政期間，美國對外的許多外

交政策造成了美日、美韓等關係出現看似矛盾的情況，但實質上美國並未削減其對

亞太地區及東亞盟國的重視，而在美國與中國開始出現貿易爭端、美中對抗的情況

出現，美國也更加重視與日本、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雖然日、韓領導人對川普政

府的反應不一，而在政策選擇上也有所分歧，美國仍維持著較高強度的安全承諾，

而日本與南韓的關係在此時期大體上也符合車氏假說，日本與南韓的雙邊關係在

美國安全承諾強度維持的情況下，出現了極為嚴重的爭端與衝突事件，日、韓之間

歷史問題的死結成為爭端核心，造成日韓關係急凍。 

 

貳、針對第三個問題的研究發現 

 

根據第四章之中對川普政府外交政策及美日、美韓關係的探討，本文發現雖然

川普政府十分注重與同盟國之間的經貿、軍事合作關係對等，同時也強調同盟國對

安全的維持需要負起一定責任，但在 2018年美國與中國出現貿易爭端，並在 2019

年進一步確立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之後，川普政府與同盟國之間除了討論關係對

等化的軍費負擔等問題外，更加著重於與日本、南韓的軍事合作加強，由此可以看

出美國對東亞盟國的重視，因此本文認為川普政府在美國利益優先與對抗中國的

重要性排序上，明顯選擇將團結盟友國家共同對抗中國視為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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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車氏的假說時至今日仍能夠解釋近十年來美國、日本與南韓之間的

互動關係，三國在東亞所建立的同盟與準同盟體系仍深受美國所給予的安全承諾

強度影響，隨承諾強度變化而出現改變；而川普總統在掀起美中對抗的巨浪後，也

調整並加強了給予東亞盟國的安全承諾強度，以期順利達成「對抗中國」的外交政

策目標。 

 

然而，在本研究中構築美、日、韓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體系的主要前提是，三國

之間存有對外共同的威脅認知，而長年以來此一共同威脅的來源即是 20 世紀開始

發展核子武器並且造成區域安全極為不穩的北韓，然而隨著南韓政府在政權交替

後的外交政策調整，南韓對於北韓的敵對意識有所降低，也造成了共同威脅認知的

改變；另一方面，川普總統執政後，美國與中國對抗的態勢明朗化，在美國政府亟

欲拉攏東亞盟國，齊心對抗中國對外的軍事擴張與國力崛起時，南韓也在抗中政策

上有所遲疑，也就是說美、日、韓之間也未能在面對新興威脅來源中國時，順利建

立起共同的威脅認知，也因此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體系在川普執政時期，事實上已出

現了與原有 Cha假說所提到的解釋邏輯不同的情況。 

 

V�cTmaS�

 

雖然在本文的研究時間範圍內，車氏的假說仍舊能解釋美國、日本與南韓之間

的互動關係，但構築出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體系的前提是存在著共同的威脅認知，而

最主要支撐著三國軍事合作的共同威脅北韓，隨著南韓政府對於外交政策的調整

以及對於兩韓統一的渴望，雖然北韓核武問題仍舊懸而未決，但此一共同威脅認知

已經出現動搖的情況；另一方面，美國對於中國的敵意愈趨明顯，日本與南韓是否

能夠準確跟隨美國的腳步，進入對抗中國的局勢之中，並且與美國攜手合作，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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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之天；而日本與南韓關係的根本問題是歷史仇恨，在歷史仇恨未能解決的情況

下，南韓難以消解對日本的敵對意識，也就是說，雖然車氏的假說在歐巴馬與川普

總統執政時期仍能夠機械性地解釋美、日、韓的互動關係，但三國同盟與準同盟關

係的體系是否能持續維持，支撐體系的重要威脅認知是否會出現分裂，是本研究認

為在未來需要持續觀察的重點，而在重要的共同威脅認知持續崩解的情況下，車氏

的假說在實質面上已經難以涵蓋川普主政以來的美、日、韓關係，也因此放眼未來，

美國與日本、南韓的三國互動可能隨著美中對抗的情勢加劇而更加動盪，車氏假說

的解釋力也將隨著可能出現的威脅認知不同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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